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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８世纪，五台山逐步发展为一个跨区域、多文明的神圣中心，吸引着

来自我国的汉地、蒙古、藏区以及印度、日本、朝鲜等地的朝圣者。此间，大量

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五台山山志以及朝圣指南频出，包括僧侣编写的汉文、

藏文和蒙古文等朝圣指南以及清廷主导编写的钦定山志。本文通过比较关

于五台山的四个汉藏文本，分析这四个文本中的汉传佛教叙事、藏传佛教叙

事和皇权叙事，探讨不同叙事呈现出的不同文明体系对于空间和地景、民族

和国家、世俗和神圣等概念的想象和表述，进而以“文明”的视角拓展对知识

生产、神圣空间和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文章解绑了语言、民族、文

化、国家等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帝国作为一种跨地域多文明体系的国家

形式，指出帝国的扩张过程并不是帝国中心不断推进、“文明化”作为文化和

自然的边陲的过程，而是多文明体系互动交融，不断参与帝国的文化和自然

的建构的过程。

关键词：五台山　空间　地景　帝国建构

犜狉犪狀狊犮犲狀犱犲狀狋犛狆犪犮犲，犕犪狀犱犪犾犪犪狀犱 犗狌狉 犎狅犾狔 犈犿狆犻狉犲：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 犛狆犪狋犻犪犾犐犿犪犵犻狀犪狋犻狅狀狊 狅犳 犕狅狌狀狋 犠狌狋犪犻 犪狀犱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１８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

犣犎犃犖犌犉犪狀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１８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犕狅狌狀狋犠狌狋犪犻犵狉犪犱狌犪犾犾狔犫犲犮犪犿犲犪狋狉犪狀狊犾狅犮犪犾

狊犪犮狉犲犱犮犲狀狋犲狉，犪狋狋狉犪犮狋犻狀犵狏犻狊犻狋狅狉狊犪狀犱狆犻犾犵狉犻犿狊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犪狆狉狅狆犲狉，犜犻犫犲狋犪狀犪狀犱

犕狅狀犵狅犾犻犪狀狉犲犵犻狅狀狊，犐狀犱犻犪，犑犪狆犪狀犪狀犱犓狅狉犲犪．犐狋狊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狋狔犵犪犻狀犲犱狋犺犲狆犪狋狉狅狀犪犵犲

·９４１·



犪狀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狋狏犻狊犻狋狊犳狉狅犿犙犻狀犵犲犿狆犲狉狅狉狊．犆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狋犾狔，狑狉犻狋犻狀犵狊犪犫狅狌狋犕狅狌狀狋

犠狌狋犪犻犿狌狊犺狉狅狅犿犲犱犻狀狏犪狉犻狅狌狊狏犲狉狊犻狅狀狊，犲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犲

犆犺犻狀犲狊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犪狀犱犕狅狀犵狅犾犻犪狀狆犻犾犵狉犻犿犪犵犲狊犵狌犻犱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犲犱犫狔犅狌犱犱犺犻狊狋

犿狅狀犽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犜犻犫犲狋犪狀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犻犿狆犲狉犻犪犾犾狔

犪狆狆狉狅狏犲犱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犵犪狕犲狋狋犲犲狉犮狅犿狆犻犾犲犱犫狔狋犺犲犙犻狀犵狅犳犳犻犮犻犪犾狊．犜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犫狔

犮狅犿狆犪狉犻狀犵犳狅狌狉１８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狋犲狓狋狊狅狀 犕狅狌狀狋犠狌狋犪犻，犪狀犪犾狔狕犲狊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

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犪狀犱犻犿狆犲狉犻犪犾狀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狊犻狀狋犺犲狋犲狓狋狊，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狊

狋犺犲犻狉 犻犿犪犵犻狀犪狋犻狅狀狊 狅犳 狋犺犲 狑狅狉犾犱 犪狀犱 狋犺犲 犲犿狆犻狉犲， 犪狀犪犾狔狕犲狊 狋犺犲犻狉

犮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狅犳 狊狆犪犮犲，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犪狀犱 狆狅狑犲狉，犪狀犱 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狊 狋犺犲

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 犫犲狋狑犲犲狀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犮狉犲犱 狊狆犪犮犲 犪狀犱 犻犿狆犲狉犻犪犾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狊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狑犺犻犮犺狋犺犲狊犪犮狉犲犱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

狅犳犕狅狌狀狋犠狌狋犪犻狑犪狊狊犺犪狆犲犱犫狔狏犪狉犻狅狌狊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犳犾狌犻犱犪犮狋狅狉狊

犪犮狉狅狊狊狋犺犲犫狅狌狀犱犪狉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犵犻狅狀，犲狋犺狀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狉犲犾犻犵犻狅狀犻狀狋犺犲１８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

犐狋狆狅犻狀狋狊狅狌狋狋犺犪狋狋犺犲狅狆犲狀狀犲狊狊狅犳狊狆犪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犳犾狌犻犱犻狋狔狅犳犪犮狋狅狉狊犵犪狏犲犫犻狉狋犺狋狅

狋犺犲 犿狌犾狋犻狆犾犲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犪狀犱 犫犲犾狅狀犵犻狀犵狊 狋犺狉狅狌犵犺 狋犺犲 犱犻狏犲狉狊犲 狊狆犪狋犻犪犾

犻犿犪犵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犕狅狌狀狋犠狌狋犪犻犪狊狋狉犪狀狊犮犲狀犱犲狀狋狊狆犪犮犲狅狉犿犪狀犱犪犾犪，狑犺犻犮犺犪狋狋犺犲

狊犪犿犲狋犻犿犲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犱狋狅狋犺犲犲犿犲狉犵犻狀犵狊犲狀狊犲狅犳 “狅狌狉犺狅犾狔犲犿狆犻狉犲”．犐狀

狌狀犳狅犾犱犻狀犵狋犺犻狊狆狉狅犮犲狊狊，狋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犲狀犱犲犪狏狅狉狊狋狅狌狀狋犪狀犵犾犲狋犺犲犫狌狀犱犾犲狅犳

犲狋犺狀犻犮犻狋狔，狀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犮狌犾狋狌狉犲犫狔犺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狋犺犲犿狌犾狋犻狆犾犲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犜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犾狊狅狋犪犮犽犾犲狊狋犺犲犱犻犮犺狅狋狅犿狔狅犳

犿犪狉犵犻狀犪犾犻狋狔犪狀犱 犮犲狀狋狉犪犾犻狋狔，犪狉犵狌犻狀犵狋犺犪狋犻狀狊狋犲犪犱 狅犳狋犺犲犻犿狆犲狉犻犪犾犮犲狀狋犲狉

“犮犻狏犻犾犻狕犻狀犵”狋犺犲 狆犲狉犻狆犺犲狉犻犲狊犪狀犱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犻狀犵狋犺犲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狊，犻狋犻狊狋犺犲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犺犲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狊犻狀狋犺犲犿犪狉犵犻狀狊狋犺犪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狋犺犲

狊犪犮狉犲犱狀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犻犿狆犲狉犻犪犾狊狅狏犲狉犲犻犵狀狋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犕狅狌狀狋犠狌狋犪犻，狊狆犪犮犲，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犻犿狆犲狉犻犪犾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一、导言：知识生产、神圣空间和帝国建构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属于太行山系的北端，依据卫星定位，

介于北纬３８°５０′－３９°０５′、东经１１３°２９′－１１３°４４′之间，距离北京三百

多公里，距离拉萨三千多公里。在１８世纪，如果大清皇帝从紫禁城出

发，渡桑干河，越龙泉关，大致一个星期就能到五台山，途中皇帝会给老

者赐肉并与士子对谈，一展明君之姿（高士奇，１９６９）。当时如果达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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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班禅喇嘛从拉萨出发，经藏北、西宁、张家口去五台山，或者章嘉呼图

克图从西宁出发去五台山，大致需要一年时间。不过，这漫长的道路穿

过了广阔的藏传佛教盛行的游牧地带，正是传教布道与政治联盟的契

机（佐藤长，１９８３）。无论对于大清皇帝还是藏传佛教高僧而言，到五台

山朝拜都无异于一场“尼加拉”式的仪式展演，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文明

性的。

五台山是一个绝佳的展演空间，联结着定居的农耕地区和游动的

放牧地区，勾连起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儒、道以及文人等不同知识传

统，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信仰和知识传统混杂交融的区位。在清帝国不

断扩张的版图中，五台山逐步从明代军屯的边地变成了帝王朝拜的腹

地。明代皇帝对五台山虽有封赏和营建，却从未亲自朝拜五台山，而盛

清历任皇帝不仅多次朝山拜佛，做布施、建道场，还大规模修建五台山

的寺庙、行宫和道路，并且主导编写了钦定版山志。帝王亲临、时局安

稳和交通便宜诸因素，使得五台山从明末虎灾匪患之地逐渐成为繁荣

的政治、宗教、商贸中心，吸引着来自我国的汉地、蒙古、藏区以及印度、

日本、朝鲜等地的高僧、政客、信徒和商贩。

１８世纪之前，五台山在不同文明体系和知识传统中交替被视为中

心或者边缘，自１８世纪开始，五台山在汉藏神圣地理和叙事传统中的

核心地位逐步稳定。从１７世纪中期到１９世纪早期，汉传佛教寺庙和

藏传佛教寺庙的建造和改宗逐步塑造着五台山的地景，汉文山志和藏

文圣地志的书写不断制造出五台山的神圣传统，其间至少出现过２１部

不同版本和语言的五台山山志或者朝圣指南，包括汉文、藏文和蒙古文

等（犜狌狋狋犾犲，２０１１：１８０－１８１）。本文主要分析和比较其中四个汉藏文

本，包括１８世纪在汉传佛教界流行并被聚用长老及其弟子们再版的由

镇澄（１５４７－１６１７年）编写的《清凉山志》，１８世纪初由五台山大喇嘛老

藏丹贝坚赞（犅犾狅犫狕犪狀犵犫狊狋犪狀狆犪’犻狉犵狔犪犾犿狋狊犪狀，１６３２－１６８４年）及其弟

子老藏丹巴（犅犾狅犫狕犪狀犵犫狊狋犪狀狆犪，１６５０－１７０６年）编写的《清凉山新

志》，１８世纪晚期由清廷主导编纂的《钦定清凉山志》，以及１８世纪中

期由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吉（犔犮犪狀犵狊犽狔犪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７１７－１７８６

年）编写的藏文版《圣地清凉山志》（犣犺犻狀犵犿犮犺狅犵狉犻犫狅犱狑犪狀犵狊犫狊犻犾

犵狔犻犵狀犪狊犫狊犺犪犱）。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这四个文本所展现的汉传佛教叙

事、藏传佛教叙事和皇权叙事，探讨不同文明体系中对于空间和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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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国家、世俗和神圣等概念的想象和表述，以“文明”的视角拓展对

知识生产、神圣空间和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

“文明”的视角是本文跳出文献学分析和民族国家框架的一种尝

试。关于五台山的研究汗牛充栋，“五台山学”蔚为大观（崔玉卿，

２０１５），出现大量宝贵的基于典籍文献、碑铭壁画、建筑风物等的辨析和

考证，这些构成本文讨论的基础。相较而言，人类学对于五台山的研究

寥寥。韩朝建（２０１６）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五台山山内和山外的地

理、行政、地权以及税收的分化和变化，指出明清五台山多元行政和权

威体系并存的局面，同时指出，出于利用黄教的政治考量，清国家力量

在五台山寺庙和地方社会进行了渗透加强。陈波（２０１０）基于由腾华睿

（犌狉犪狔犜狌狋狋犾犲）所召集的一个五台山研究的国际会议而来的讨论进一步

指出，清诸族的五台山朝圣之旅重塑了帝国／天下，也重塑了各族，此过

程中清的天下版图和诸族的世界都随之扩大。不论是国家和地方，抑

或皇帝和诸族的视角，都呈现出五台山空间的多元性和复合性。本文

进一步尝试以“文明”替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以及“帝国与各族文化”的

分析框架来呈现五台山的“超国家性”和“超社会性”。文章并不试图定

义和本质化“汉藏文明”，而是通过五台山这个文明交汇地带来看多种

制度和行政体系、不同心态和宇宙观的冲突、叠加、交融和借鉴。因此，

此“文明”并非亨廷顿（１９９８）着眼于国际政治格局而提出的结构化的静

态板块，而是费孝通（２００５：５２９－５４５）基于“人”和“人性”出发而呈现的

文明交融的动态过程。

从分析的四个文本出发，本文从三个层面来建构“文明”分析的路

径：首先，与社会现象相比。社会现象着力于内部，而文明现象着眼于

边界，因此文明的分析路径强调在不同群体的长期交流中，文明因素何

以传播或借鉴（莫斯等，２０１０：５８－６２）。本文分析的四个文本既有汉

地的藏传佛教僧人写作的汉文山志，也有蒙古的藏传佛教僧人写作的

藏文朝圣指南，还有满蒙汉官僚合作编写的官样文章。这些文本展现

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借鉴。其次，与国家和

民族相比。国家和民族强调政治边界和身份认同的排他性，而文明强

调身份和认同的多重性，因此，有的文明是跨越民族和政治边界的，有

的国家是包容多元文明和民族的（莫斯等，２０１０：３６－４０；王铭铭，

２０１８）。本文所分析的汉藏文本即呈现了这种多重性，既容纳不同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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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和等级体系，也包含相似的国家想象和政治认同。第三，与文化相

比。文化（犮狌犾狋狌狉犲）通过与自然（狀犪狋狌狉犲）的对立来凸显自身，而文明是

一种对于人（犺狌犿犪狀）和非人（犿犲狋犪犺狌犿犪狀）存在的整体性关怀。文化分

析的路径易于将非人因素———地景或者神灵———视作功能满足、结构

对称或者政治阴谋，而文明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文化的边界，看到

文化本身的“他者”性———不仅仅是“陌生人”（狊狋狉犪狀犵犲狉）意义上的他者，

也是自然和超自然存在意义上的他者（犛犪犺犾犻狀狊犪狀犱犌狉犪犲犫犲狉，２０１７：２－

４）。本文分析的汉藏文本中都有对于山水和物产的描绘和记录，这些

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边缘化了的“自然”，却构成不同文明叙事中的道

德或信仰空间。

本文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对五台山进行的分析，虽然立足于五台山

学、清史研究以及藏学研究的浩瀚成果，却依然试图回归人类学对于国

家和地景、权力和空间关系的讨论。人类学对于国家和地景、权力和空

间关系的研究有多种路径。一种关注居住空间、城市或者建筑与国家

治理之间的关系。例如，福柯（犉狅狌犮犪狌犾狋，１９８４：２３９－２４１）指出，自１８

世纪开始，如何组织城市空间和设计建筑从而控制人口和传染病成为

法国知识分子论述“治理理性”（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狋狔狅犳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时的核心话

题。第二种关注非居住空间、环境或者自然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

例如，斯科特（犛犮狅狋狋，１９９８：１１－５２）认为，从早期现代国家开始，“国家

治理 术”（狊狋犪狋犲犮狉犪犳狋）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然与空间 的 “可 读 化”

（犾犲犵犻犫犻犾犻狋狔）———一种将自然资源和空间转化为数据和图表等的知识生

产和政府行政过程。第三种是关注广义的空间或者领土与国家形成之

间的关系。例如，安德森（犃狀犱犲狉狊狅狀，２００６：１６３－１８６）指出，在１９世纪

末、２０世纪初新一波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地图从制造等级化和神

圣化的世界性空间转化为建构平等化和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空间。

首先，这些研究所关注的空间、地景、环境或者自然，无论表现为具

体的城市和环境，还是抽象的领土或资源，都明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

治理 相 关，对 应 明 确 的 空 间、文 化 和 身 份 的 边 界。阿 帕 杜 莱

（犃狆狆犪犱狌狉犪犻，１９８８：３９）反思了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所造成的将地方与

人及其身份过度捆绑的困境，指出每个人都有可能处于比自身所处环

境更大的世界中。本文进一步指出，在时间上，五台山作为神圣空间是

超越一时一地一朝一代的国家和社会的；在空间上，往来五台山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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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侣、文人、儒士、商贾、信徒等，跨越了语言、地理、民族、文化等的

边界，其身份是多元变动的。

其次，这些研究所讨论的统治中心和被统治边缘———既包括社会

性边缘也包括自然性边缘———处在对立和紧张关系中。根据弗格森和

古塔（犉犲狉犵狌狊狅狀犪狀犱犌狌狆狋犪，２００２：９８２－９８３）的总结，西方政治思想中

对于国家的想象是“利维坦”式的以人体来想象社会结构的结果，国家

被视为如头脑一般的理性统治核心，社会和个体被视为如躯体和四肢

一样无理性的被统治对象，自然环境则完全不在对于国家的想象中。

虽然米切尔（犕犻狋犮犺犲犾犾，２００９：１７）在研究大英帝国的扩张过程时，考虑

到了自然与文明的内在关系，却依然复制了中心和边缘的紧张感。他

指出，英国疆域的扩张伴随着持续高涨的在殖民地复制宗主国地景的

热潮，这是一个将文化或者文明不断拓展入自然空间的过程。本文认

为，在中文语境中，“江山”构成国家想象的基础，“四方”和“万国”构成

对中心的定义。因此，与大英帝国在边疆复制中心的过程相反，清帝国

在中心复制边疆地景，将北京、承德、五台山等地逐渐发展为藏传佛教

的圣地。在这个过程中，藏传佛教以及自然环境都不是被文明化的对

象，而是构成文明中心的必要因素。换言之，清帝国的中心并不是一个

“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中心，而是由高度流动的行动者、混杂的

神圣地景、多重知识传统构成的中心。

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基于对四个文本的分析和对国家、民族、空

间、地景等概念的反思，在下面的部分，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五台山在汉

藏不同知识传统及其在帝国建构中的地位，然后介绍汉文的山志传统

和藏文的圣地志传统的特点，进而分析三个汉文五台山志之间的联系

和异同及其呈现出的五台山地景、表达出的多重身份以及对世界和帝

国、神圣和世俗的想象，继而分析藏文五台山志呈现出的五台山地景以

及对世界和帝国的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汉

文和藏文文本分开分析，却并不认为汉藏文本所代表的知识传统是相

对立的，因为写作这些文本的作者有践行藏传佛教的汉人，也有精通汉

文的藏传佛教高僧。１８世纪内地和藏地之间人、物、知识的流动使这

些文本之间构成借鉴和对话。但是同时，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在很大程

度上意味着针对的读者群体的差异，因之出现体例安排、内容剪裁、行

文逻辑等的差异，分开分析更易于体现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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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知识传统中的五台山

五台山，也被称为五峰山或者五顶山。道教文献中将五台山称为

紫府山，因为紫府是道教仙人居住之所，常常位于仙山之巅（犆犪狉狋犲犾犾犻，

２０１２：２９；犌犻犿犲犾犾狅，１９９２：９９）。葛洪（２８３－３４３年）将紫府山列为道

教二十七仙山之一（犆犪狉狋犲犾犾犻，２０１２：６）。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始于北

魏时期（崔正森，２０００：５０）。汉传佛教文献中五台山常常被称为清凉

山，因为佛经中曾记载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犛犲狀，２００３：７７）。１

汉传佛教文献从７世纪中叶开始将佛经中虚幻的清凉山对应于现实地

理中的五台山（崔正森，２０００：１－６；犛犲狀，２００３：７７－７８；犃狀犱狉犲狑狊，

２０１３：１４４－１５１）。随着《大方广佛华严经》在佛教世界中的广泛传播，

至迟到９世纪已经有来自日本、韩国和南亚诸地的朝圣者朝拜五台山

（犛犲狀，２００３：７９）。从７世纪到９世纪，见诸记载的五台山佛教寺庙就

有７０余所（赵改萍，２０１４：８）。五台山佛教日臻兴盛，汉传佛教僧人以

及受到汉传佛教影响的文人儒士留下了不同版本的五台山志。直至

１７世纪晚期，佛教“四大名山”的称号出现在汉文文献中（晋山，

１９８６）。五台山作为“四大名山”之一，对应于文殊菩萨的道场以及佛教

元素之一的风，其在佛教世界神圣地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１．例如《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菩萨住处品》中记载：“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

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佛陀跋陀罗，１９７５：５８９）。

在藏文中，五台山被称为“狉犻犫狅狉狋狊犲犾狀犵犪”，意为五峰山；也被称为

“狉犻犫狅犱狑犪狀犵狊犫狊犻犾”，谓“清凉山”之意（犅犾狅犫狕犪狀犵＇狆犺狉犻狀犾犪狊，２００２：

１８９９）。五台山在藏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四大名山”中的其

余三个（犜狅犺，２００４：１７８）。五台山和西藏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吐蕃时

代，其时佛教经由印度和汉地进入西藏，受到吐蕃王室的推崇，因而作

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备受瞩目。唐代正史也记载有吐蕃遣使入唐

求取五台山图（刘籧，１９７５：５１２）。９世纪吐蕃控制敦煌地区，在吐蕃

赞普的支持下，敦煌石窟中出现了四幅大型五台山全景图（扎洛，

１９９８：１００；犠狅狀犵，１９９３；犆犪狉狋犲犾犾犻，２００２；犃狀犱狉犲狑狊，２０１３：１１４）。１０

世纪吐蕃衰败，五台山和西藏的联系暂时中断。１３世纪随着元帝国的

崛起，汉地和藏地俱被纳入元朝统治之下，在备受皇宠的藏传佛教萨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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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高僧的游走中，五台山再次通过与萨迦诸位高僧法王的联系而进入

藏传佛教的叙事中（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狔，２０１１：１７－１９；扎洛，１９９８：１０１；郜

林涛，２０００）。１５世纪明取代元成为藏传佛教新的施主，与元朝独尊

萨迦派的政策不同，明廷采取众封多建政策，通过册封法王头衔与西藏

各教派的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因而西藏各教派高僧更加频繁地朝拜或

驻锡五台山。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犜犺犻狀犾犲狔，１９８０：７４；巴卧·祖拉

陈瓦，２０１２：４９）、萨迦派的大乘法王（阿旺·贡噶索南，２００２：２６４）以

及格鲁派的大慈法王都曾有朝拜或驻锡五台山，甚至修建寺庙或为信

众灌顶传法的记载（赵改萍，２０１４：８９－９１）。经过元明两朝的经营，

汉传和藏传佛教分别在五台山拥有了自己的僧伽传承。

五台山不仅吸引了道家仙方、佛门高僧、儒林雅士等各界朝圣者，

也被历朝统治者青睐、造访甚至复制。隋文帝、唐德宗、宋太宗等都曾

下诏赐赏营建五台（赵改萍，２０１４：９）。身份与正统儒家统治合法性

相左的帝王对五台山更是青睐有加。女皇帝武则天（６２４－７０５年）通

过佛教把自己打造成超越于儒家政治伦理之外的菩萨，其弘佛工程制

造了多处佛教圣地，五台山即是其中一处（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狔，２０１１：９；犛犲狀，

２００３：９４－１００）。同样借助佛教来建构政治合法性的西夏统治者于１１

世纪在贺兰山制造了“北五台山”，契丹和蒙古的统治者也如法炮制出

“小五台山”（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狔，２０１１：１２）。蒙古统治者不仅复制出了“小五

台山”，在蒙元一统中原时期，还在五台山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大做佛事

设会斋僧，并且开启了五台山僧侣制度系统化和官僚化的先河。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领天下释教，授玉印；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设立

总制院掌管汉藏佛教，八思巴受命领总制院（赵改萍，２０１４：５１－５２）。

领命之后，八思巴即推荐胆巴国师入元廷并赴五台山建立道场，将密宗

嘛哈噶喇２崇拜带入五台山。由此，忽必烈和八思巴形成了内地与西

藏高层政治宗教互动的供施关系，即以政治庇佑交换宗教护佑的关系

模式。

２．嘛哈噶喇也叫大黑天，是蒙古皇廷的战神（陈庆英、周生文，１９９０：６２）。

１７世纪中晚期，满族在东北崛起，挥师南下，以大清取代了大明。

大清帝国于１８世纪基本控制了内地和内亚边疆（犱犻犆狅狊犿狅，２００９：３３３

－３３４；犚犪狑狊犽犻，１９９８；犔犻，２００２）。同一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

崛起，成立了甘丹颇章（藏文犱犵犪’犾犱犪狀狆犺狅犫狉犪狀犵）政权，在达赖喇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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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甘丹颇章于１８世纪基本控制了西藏的政治宗教格局（格吉巴·

旦增多吉，１９８９：５１－５２；犕犻犮犺犪犲犾，１９８２：５１；罗布，２０１１：５２；

犘犲狋犲犮犺，１９５０：６６－６７；犌狅犾犱狊狋犲犻狀，１９６８：１６０－１６１；犛犮犺狑犻犲犵犲狉，

２０１５：１４７－１５９）。１６５２年，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帝。顺治皇帝

赐予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稰喇达

赖喇嘛”的称号，达赖喇嘛同时授予顺治皇帝“人世之上、至上文殊大皇

帝”的称号（犚狅犮犽犺犻犾犾，１９１０：１７－１８；犉犪狉狇狌犺犪狉，１９７８；犆犺犻犪，１９９１：

２１４－２１５；犓犪狆狊狋犲犻狀，２００６：１４０）。此后，清朝皇帝对“文殊大皇帝”的

称号极其推崇，借此塑造藏传佛教世界中“教（犮犺狅狊）政（狊狉犻犱）”合一之皇

权。乾隆皇帝不仅在与藏地的公文信件往来中自称文殊大皇帝，在官

制藏传佛教造像中也常常自我塑造为文殊菩萨的形象（犐狊犺犻犺犪犿犪，

２００５：５１），他还亲自撰文将“满族”的族源追溯到“文殊”（犆狉狅狊狊犾犲狔，

１９８７）。同时，从顺治皇帝到嘉庆皇帝，历任清朝皇帝都对作为文殊菩

萨道场的五台山恩宠有加，多次封赏朝拜并修建道路、寺庙和行宫

（犆犺狅狌，２０１１：３２）。清廷沿袭明制，在五台山设置统领番汉大喇嘛。

与明制不同的是，五台山大喇嘛基本上全部由甘丹颇章遴选和派遣（马

佳，２００６：１８；赵改萍、侯会明，２００６：１９４）。五台山大喇嘛从属于驻

京喇嘛，接受理藩院和雍和宫喇嘛印务处的管理（妙舟，２００９：２２０－

２２１；张羽新，１９８８；罗文华，２００５：５５５－５８２；马佳，２００６：２０－２２；

陈晓敏，２００７；赖惠敏，２００７：１４－１５）。乾隆皇帝和格鲁派高僧章嘉

活佛重新缔结了供施关系，乾隆皇帝封章嘉若白多吉为国师，尊崇格鲁

派；章嘉国师位列驻京喇嘛之首并掌管雍和宫，１８世纪中晚期常驻五

台山，极大促进了格鲁派在内地的影响。在格鲁派高僧的行走和写作

中，五台山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叙事的一部分，被称为中国的“金刚座”

（藏文狉犱狅狉犼犲犵犱犪狀）（犈犮犽犲犾，２０１０：７０）。

三、汉文山志与藏文圣地志

在汉文中，空间和地景常常被称为“胜地”而非“圣地”，意味着其不

必然与超越性的神圣存在相关，而是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延伸，山水

尤是。山因其高度常常被认为是通达神仙居所之门（犆犪狉狋犲犾犾犻，２０１２：

３），因而民间对于山的献祭和崇拜常常以寻仙问道和长生不老为目的。

随着汉帝国疆域的增长，民间向山水献祭的权力逐渐被帝国最高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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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垄断，帝国范围内的山被逐级吸纳入皇家献祭的等级体系中，形成了

以“五岳”为中心的“封禅”和“郊祀”制度，皇帝以此重建自然和社会之

间的秩序（王铭铭，２００３：１９０－１９１）。因而，山以及山志的写作常常

与帝国权力以及统治合法性的建构相关。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山逐渐被视为佛的示现地或者菩萨的道场，从

而具有超越性。１３世纪，佛教叙事逐步将道教仙山转化成佛教圣地，

１６世纪，佛教“四大名山”开始逐步取代儒家正统“五岳”（犉狌，２００９：

１３）。与此同时，在民间信仰中，朝山信众常常把佛菩萨想象为社会等

级和官僚制度的延伸，通过上香进贡等活动“贿赂”众神明，以达成诸如

求子求财求名等世俗愿望（王铭铭，２００３：１７８；犌犪狋犲狊，１９８７）。文人传

统也平衡了山的超越性和世俗性。中国文人群体不仅将游山玩水作为

一种审美需要，而且从９世纪起就开始在山野中建造教育机构，大量与

山水相关的画作和诗歌应审美与教育需求而生（犉狌，２００９：１９）。

在这种背景下，汉文山志常常呈现出多种传统和叙事的杂糅。皇

权、宗教实践、文人的审美趣味以及民间求财求子等世俗愿望都影响着

关于山的知识生产和对于山景的塑造过程。山志和皇权的联系使得山

志的编纂常常由中央朝廷主导。直到１６世纪，地方知识分子逐渐多元

化并且流动性增强（犈狊犺犲狉犻犮犽犪狀犱犚犪狀犽犻狀，１９９０：９），大量地方文人、僧

道和士绅参与到地方志书的编纂过程中（犉狌，２００９：１８）。一方面，地

方志书的编纂成为其维持地方声望和建构地方社交网络的一种计策

（犅狉狅狅犽，１９９３：１７８－１８１），因而呈现出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地方志书

也被视为当地文明化程度高低的指标（林开世，２００７：７），所以常常在

形式和内容上模仿文明化程度更高的帝国中心，最终地方志书逐渐标

准化成为一种“类型”（犅犻狀犵犲狀犺犲犻犿犲狉，２０１６：１４）。换言之，地方志书的

地方化和多样化在标准化的过程中逐渐变成去除地方差异的一种机制

（林开世，２００７：２），地方叙事传统也逐渐被整合进帝国的叙事中。因

此，山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志书，既不可避免地与帝国权力以及政治

合法性的建构相关联，同时也是不同话语和叙事相互竞争的阵地。

如果说汉文山志是帝国中心和地方世界、文人和官僚、僧道士绅等

各种知识传统和叙事表征合作与对抗的阵地，那么藏文圣地志则是密

教修行者及其教派建构佛教宇宙观和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法器。

在藏传佛教中，“圣地”（藏文犵狀犪狊）广泛包括山川峡谷等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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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城市寺庙等人文景观，比如圣地拉萨。“神山”（藏文犵狀犪狊狉犻）作为

圣地的一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前。在藏区的本土信仰中，山

常常被尊为“地方主”（藏文狔狌犾犾犺犪）或者“土地公”（藏文犵狕犺犻犫犱犪犵），是

区域性的保护神，由区域内的主要山神担任（谢继胜，１９８９），能够禳灾

除魔，掌管自然运行并肩负社区兴衰 （孙林，２００７：２３３－２４０；

犇犻犲犿犫犲狉犵犲狉，１９９８：４６）。它们喜怒无常，可降福降灾（犇犻犲犿犫犲狉犵犲狉，

１９９８：５２），因此需要通过年度社区祭祀来祛祟净化、祓灾祈福（孙林，

２００７：２６５－２８３；犛犮犺犻犮犽犾犵狉狌犫犲狉，１９９８：１００；犛犮犺狑犻犲犵犲狉，２０１２：２７５－

２７６）。佛教传入之后，神山逐步被纳入佛教圣地系统，山神逐渐转化为

佛教护法，在这个过程中，山逐渐从区域性的神圣中心提升为跨区域甚

至整个藏传佛教世界的神圣中心（犇犻犲犿犫犲狉犵犲狉，１９９８：５２；犛犮犺狑犻犲犵犲狉，

２０１２：２７９－２８０）。因此，跨村落、跨地域的神山朝拜最早开始于１２－

１３世纪，并于１６－１７世纪大规模流行开来（犎狌犫犲狉，１９９９：２５－２９）。

藏传佛教圣地志常常与坦特罗（犜犪狀狋狉犪）密教相关。藏文中“犵狀犪狊”

的本意是指地方、居所，而作为佛教“圣地”出现时，地方本身的意义被

消解，与觉悟者或者说超越性的他者建立的联系被强化。这种联系可

以在三个层次上发生：既指外在的佛菩萨等觉悟者所居之所，也指内在

于金刚体的大小经络，其终极所指是阴阳两种力量的完美契合

（犖犵犪狑犪狀犵犣犪狀犵狆狅，２００１：７２）。这就意味着，圣地既具体存在于外部

世界中，也对应于金刚体的细微局部和终极法则的宏观运行，因此，圣

地既可以具体化为一个三维空间或者一个地理位置，也可以抽象化为

一个结构或者一个曼陀罗（犎狌犫犲狉，１９９９：１３）。这样一来，“朝圣”虽然

简单指“得见圣地”（藏文犵狀犪狊犿犼犪犾）或者“围绕圣地而行”（藏文犵狀犪狊

狊犽狅狉），但事实上，如果没有朝圣指南，普通人是很难看到圣地并与超越

性的他者建立联系的。

圣地志就是“圣地目录”（藏文犵狀犪狊狔犻犵）或者“圣地说明”（藏文

犵狀犪狊犫狊犺犪犱），是密教修行者运用坦特罗之力将外在的、内在的、具体的

以及抽象的圣地展现出来的一种媒介。神山大多是由高僧大德“开启”

的，这里的“开启”有双重含义：第一，密教修行者通过观想（藏文犱犪犵

狊狀犪狀犵）或者预言（藏文犾狌狀犵犫狊狋犪狀）将山嵌入一套神圣象征体系中，从而

使普通的山成为神山（犎狌犫犲狉，１９９９：１８－３４）；第二，密教修行者写作

的圣地志如钥匙一般打开圣地之门，将神圣性展现于普通信众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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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山一般都有明确的圣地志（英加布，２０１３：８２），普通信众在朝

拜圣地的过程中借助圣地志来认识圣地从而沐浴圣光。

密教自印度发源，广布东亚各个区域，在区域之别、教派之争和圣

俗之分中演进，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都没有明确边界（犠犲犱犲犿犲狔犲狉，

２００１），广泛包含纷繁复杂的佛教以及前佛教时期的以经咒、仪轨、图像

为主的实践（犗狉狕犲犮犺，犲狋犪犾．，２０１１：１３－１５；犗狉狕犲犮犺犪狀犱犛狉犲狀狊犲狀，

２０１１：７６－８９；犛犺犻狀狅犺犪狉犪，２０１４：狓狏－狓狏犻犻）。因此，密教修行者在严格

意义上也不是一个同质群体，有经过严格制度化训练的密院高僧，也有

制度外的瑜伽士以及接受上师灌顶而被纳入密教体系的修行者，等等

（桑德森，２０１３：５１－５８）。尽管如此，与汉文山志相比，藏文圣地志对于

圣地的塑造更加有章可循。汉文山志中混杂着僧人、文人、儒士、官员、

皇帝不同的追求甚至普通朝山者自己的诉求，而藏文圣地志通常会将

空间通过坛城结构组织起来，也就是“坛城化”。３

３．神山志和圣地志不同，神山崇拜源自前佛教信仰，所以神山志也表现为一种山神志和圣地

志的杂合。山神志通常是围绕山神的具体形象、行动和谱系组织起来的叙事，而圣地志则是

一种以坛城组织起来的叙事。才贝（２００９：１１３）对于阿玛尼卿的研究显示，阿玛尼卿经历了

漫长的从前佛教的山神崇拜到佛教神山信仰的转变。在佛教化的圣地志中，阿玛尼卿被描绘

为“胜乐金刚坛城”。佛教化神山作为佛教世界圣地的一种，通常情况下其驻锡之神可以追溯

到佛教本尊或者某种坛城神灵（英加布，２０１３：８２）。

４．朝圣者收集或者触碰圣地的石头、尘土、植被、水等景物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时候是仪式

性的，例如用泉水触碰额头等。胡伯（犎狌犫犲狉，１９９９：１５）认为，这种行为类似于“收割”加持力，

朝圣者相信通过物品可以携带、储存、分发加持力。

坛城，也叫曼陀罗（犕犪狀犱犪犾犪，藏文犱犽狔犻犾‘犽犺狅狉），最初指同心圆，也

指一种宇宙图示和分类模式（犛犮犺狑犻犲犵犲狉，２０１２：２８０）。仪式中的坛城

符号，例如金刚舞坛城，具有净化污秽的作用（犛犮犺狉犪犿狆犳，１９９９：１９８－

２２６），而地景的坛城结构也有相似的除秽增福的功能（犎狌犫犲狉，１９９９：

１３－１４）。坛城化是个复合过程，首先是密教修行者身体的坛城化。密

教修行者通过把密教本尊请入坛城中心和自身融为一体，从而将自身

和宇宙融为一体，将自身转化为一个神圣中心。然后是密教修行者运

用坦特罗之力将空间坛城化，使空间融入佛教的宇宙图式，将具体的地

景转化为抽象的功德，朝圣者通过进入坛城、触碰景物而得到加持。４

最后是坛城结构在现实政治时空中的具体化。空间或者地景被坛城化

之后成为新的神圣中心，密教修行者及其教派通过和神圣中心的联结

而增强影响力。因此，藏文圣地志的超越性同时成就其世俗性，其中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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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时间性是多重的———觉悟者的永恒、朝代的更迭、帝国的兴衰、密

教修行者的轮转、个体的生死。因此，威利（犠狔犾犻犲，１９６５：１７）认为藏文

圣地志是“宗教地理”而非“政治地理”，是因为他恰恰没有看到圣地志

的世俗性以及多重时间属性。所以，藏文圣地志中的坦特罗密教既是

政治与权力的基础，也是宗教与仪式的框架。

四、等级化的空间：１８世纪汉文山志的三个版本

（一）镇澄和尚、聚用长老与《清凉山志》

１８世纪的五台山迎接着大量不同派别和传统的朝圣者。１７５４年，

江苏淮阴闻思寺的聚用长老及其两位弟子徒步朝拜五台山，发现五台

山志的刻版毁于大火，于是将山志带回淮阴，重新校正并刻版印刷（史

震林，１９８９：１５）。这个重新校梓的五台山志就是镇澄和尚写于１５９６

年的《清凉山志》。

镇澄版山志植根于汉文山志传统，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历代旧

志。５镇澄认为旧志没有能够充分展现“文殊应迹”和“志士感通”（镇

澄，１９８９：［序］１７），换言之，没有系统化建立文殊与五台山的关系。在

旧志的基础上，镇澄“削繁秩乱，勒门为十”（镇澄，１９８９：［序］１８）。后世

几经战火，本文所据的八卷本为“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释印光所制

版本，并参照清乾隆年间由史震林作序的版本”（刘可兴，１９８９：７）。因

此，书中有部分清朝的材料，包括清代的御制诗词（镇澄，１９８９：１３６－

１４４）和人物传记（镇澄，１９８９：５３）。

５．镇澄不仅参阅了同朝正德年间秋?法师所做的二十卷本，也遍览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

“清凉三志”，即唐代僧人蓝谷的《清凉传》、宋代僧人延一的《清凉广传》和宋代无尽居士的《清

凉续传》（镇澄，１９８９：［序］１７－１８）。无尽居士原名张商隐（１０４３－１１２２年），初为官吏，熟通

儒家经典，后喜寻仙问道，终成佛门居士（犌犻犿犲犾犾狅，１９９２）。

６．这八卷为：（１）总标化宇，略记化主；（２）五峰灵迹，伽蓝胜概；（３）高僧懿行；（４）菩萨显应；

（５）帝王崇建；（６）名公外护；（７）异众感通；（８）名公题咏。

依据镇澄序言，作此山志的缘起是五台山塔院寺住持圆广有感于

皇家恩典嘱托镇澄所做，以此纪念明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在五台山上

敕建释迦文佛舍利塔一事（镇澄，１９８９：［序］１８）。不过，虽然皇室崇建

是成书的一个直接原因，但此山志叙事的侧重点还是在佛教本身。山

志共有八卷，６前四卷都用来介绍佛教对于五台山神圣空间的塑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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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佛教宇宙观、佛教景观和佛教人物。第五卷提及帝王和皇权，篇幅很

短。第八卷涵括了文人传统。

镇澄文本所呈现的佛教的宇宙世界远远大于儒家的帝王疆域。镇

澄首先假借他人质疑勾画出了儒家的“世界地图”：

域内名山有五，东曰泰山，南曰衡山，西曰华山，北曰恒

山，中曰嵩山，是为五岳。上古帝王，四时巡狩，则临四方之

岳，以时祀之。而泰山梁父，为四岳长，故称岱宗。自古帝王

于兹封禅焉，载诸经史详矣。今曰文殊大士居清凉山，而令海

内倾心，于兹蕲响，亦有何据乎？（镇澄，１９８９：２）

这里勾画出的儒家时空系统以五岳名山为空间轴，以四时巡狩为

时间轴，以帝王封禅之礼为时空轮转之力。这一铺陈是为了借回答质

疑勾勒更为宏大的佛教世界体系：

佛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瞻部洲东北方，有国

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

生于中说法，及有无量天龙八部围绕供养。（镇澄，１９８９：２）

这段话勾画出的佛教世界以佛为原点，其空间规模远远大于儒家

的天下（南瞻部洲），其中帝王之疆域（大震那）不过是佛教世界的一个

局部。不仅如此，这个世界的呈现和运转也不再以帝王及其巡狩封禅

为起点，而是“文殊大愿之所持”（镇澄，１９８９：２）。文殊加持的世界有

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常境”，即常人可见的“寒风劲冽，瑞章争芳，

积雪夏飞，名花竞发，白云凝布，杲日将升”（镇澄，１９８９：２）；第二个层

次是“非常之境”，即经过“精心钻研，刻意冥求”所感的“神灯触目，佛光

摄身，金阁浮空，竹林现影”（镇澄，１９８９：２）；第三个层次是“不思议界，

非人间”，“无方无体，非色非空，触类而彰，随缘而显”（镇澄，１９８９：

２）。在这三个层次中，帝王疆域所及之地不过是“常境”，有修为或者有

福报者才能窥知“非常之境”和“不思议界”之端倪。

镇澄文本中所展现的佛教世界秩序也因此不同于儒家的等级体

系。在镇澄看来，高僧、帝王、名公大儒、士君子不过是“世间”的存在，

他们各安其位，井然有序，不过是彰显文殊圣化与佛恩及人（镇澄，

１９８９：１２５）。佛菩萨作为“出世间圣”是远远高于尧舜孔周等“世间圣”

的：

问：“圣有世出世异，洞明物理，德被黔黎，精一传家，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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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已，此世间圣，尧舜周孔是也。永离生死，证大涅?，慈育四

生，光含三有，此出世间圣，大雄氏等是也。曼殊师利，是何圣

耶？”答：“出世间圣，非世间也。”（镇澄，１９８９：４）

镇澄对于五台山的描述也是在以上所勾画的佛教世界观和等级体

系中展开的。在镇澄笔下，五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构成的“清凉之

界”是文殊菩萨的“显化之区”（镇澄，１９８９：３５），其自然景观包括１２０

处灵迹（东台２６处，南台２１处，西台１７处，北台２４处，中台３２处），这

些峰峦灵迹“示鹫岭奇形，远承佛国”；其人文景观主要由１０４座佛寺

（台内６８座，台外３６座）构成，这些伽蓝楼阁“涌宝王殊相，近现毫端”

（镇澄，１９８９：３５）。在灵迹和佛寺之外，镇澄还记录了３７种名花异草

（名花８种，异草３种，药草２５种，药石１种）。镇澄的描述厘清了不同

版本古志中对于五台山地景的混乱记载，后世山志对五台山的自然和

人文景观多有增删，不过基本保持了镇澄山志对于五座山峰台麓的定

位和描画以及对于台内台外名胜古迹、奇花异草的列举和呈现。

镇澄笔下的五台胜景不仅彰显了佛教世界的秩序，也展现了佛教

地景的独特：

微露一机一境，宛然分主分宾；净浊六识六尘，触处随时

随地。岂同夸张方伎，惑乱俗流；侈谈蓬岛三山，灵芝益寿，神

州五岳，丹诀延年。神异迥殊，正邪攸别。（镇澄，１９８９：１７）

照此说法，道教圣地如蓬莱仙岛、道教仙物如灵芝丹诀不过是满足

此世延年益寿之欲，而佛教圣地的一机一境都指向彼岸的救赎。这是

正邪之别。所以，“假使住于蓬莱仙域，须弥天宫，经百千劫，不若举一

步向清凉山”（镇澄，１９８９：１６）。

镇澄版山志系统建立了佛教世界观和等级体系，强化了文殊菩萨

与五台山的联系，界定了五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提高了五台山在不

同知识传统的神山系统中的地位，所以这个文本在中国佛教界影响很

大，此后多次重修。１８世纪初，老藏丹巴以此为模版重修新志，康熙四

十五年（１７０１年）康熙皇帝为新志作序（康熙，１９８９：１６）。１８世纪中

叶，聚用法师重校再版此书，儒士淮阴教授史震林于乾隆乙亥年（１７５５

年）为之作序（史震林，１９８９：１５）。２０世纪初，释印光重修此山志并于

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年）亲自撰序（释印光，１９８９：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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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台山大喇嘛与《清凉山新志》

聚用法师和释印光均以镇澄版山志为准绳，聚用版本为校订再版，

释印光版本除了添补高僧传记，大体沿袭了镇澄版本的结构与内容。

与之相比，老藏丹巴版本则改动较大，以至于史震林只字未提老藏丹巴

的新志，而释印光在序中甚至批评老藏丹巴版本“于大有关系之文字任

意删削，因兹遂不流通”（镇澄，１９８９：１３）。

老藏丹巴的《清凉山新志》在汉僧儒士中“不流通”，或是因为此版

本对镇澄版有所增删，更大的可能是其编纂者的身份及其面向的读者

群体不同：此山志是自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僧人首次在皇家出版计划中

占据主导（犜狌狋狋犾犲，２０１１：１８２），并多以藏、满、蒙文的版本在藏传佛教

信众中流传。这本新志的编纂工程是由老藏丹巴的上师老藏丹贝坚赞

启动的。在老藏丹贝坚赞圆寂之后，新志由老藏丹巴接手并于１７０１年

完成。７把这本山志称为“新志”，是相对于阿王老藏（犖犵犪犵犱犫犪狀犵犫犾狅

犫狕犪狀犵，１６０１－１６８７年）编写的“旧志”而言。阿王老藏于１６６１年编写

出清代第一本汉文五台山志，同时还于１６６７年将其翻译为蒙文并在五

台山菩萨顶刻版印刷（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狔，２０１１：３３）。相比于阿王老藏私人

编纂的旧志，新志因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而具有了官方性质，康熙不仅

亲自为新志作序，而且命人将新志翻译为满文（犜狌狋狋犾犲，２０１１：１８０）。

由于皇家推动，新志迅速流行开来，又被翻译为藏文和蒙文（犆犺狅狌，

２０１１：５１）。

７．根据《清凉山新志》的序，新志于１６９４年开始编写，并收录了康熙皇帝１７０１年为此志做的

序，可以判断此志最早完成于１７０１年。虽然此志将编纂归功于老藏丹贝坚赞，但是老藏丹贝

坚赞于１６８４年圆寂，因此白·特木尔巴根（２００８）推断，根据汉藏联合著者的习惯，这本书应

该是老藏丹贝坚赞启动并由老藏丹巴完成的合著。

阿王老藏、老藏丹贝坚赞以及老藏丹巴都有着多重身份，属于非藏

族的藏传佛教僧人，熟悉汉藏两种文字和知识传统以及满文或蒙文，同

时又是官方任命的五台山大喇嘛，监管五台山汉藏佛教僧人和寺庙（老

藏丹巴，１９８５：７５）。根据户部侍郎蒋弘道的碑文（镇澄，１９８９：１０２），

阿王老藏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贾姓家庭，也有学者认为是改姓贾的蒙古

家庭（犜狌狋狋犾犲，２０１１：１６８），１０岁在北京崇国寺受戒出家。崇国寺是北

京的一所藏传佛教寺庙，多有满蒙汉的藏传佛教信徒在此出家。阿王

老藏被清廷任命为管理五台山番汉事务的大喇嘛，并被康熙皇帝赐号

·４６１·

社会·２０１９·６



“清凉老人”，坐化于五台山之后，由康熙赐金以营葬。

根据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的碑文（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３８４－３８８），

老藏丹贝坚赞为改姓为赵的蒙古人，早年在北京崇国寺出家，后又师从

西藏喇嘛，继而远赴蒙古和西藏学习，于这两门语言文字靡不通晓。老

藏丹贝坚赞被清廷任命为五台山大喇嘛接替阿王老藏之后，重建并维

修了五台山的大量汉藏寺庙。他也很受清廷器重，康熙曾派遣御医为

其调疾治病，在其圆寂之后又赐金存恤。

高士奇在碑文中提到，老藏丹贝坚赞示灭之后，其徒丹巴请高士奇

做碑文（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３８７）。这个丹巴就是老藏丹巴，其传记不见

于记载。根据《清凉山新志》“帝王崇建”卷的记载，１６９８年，康熙皇帝

驻锡五台山菩萨顶时，“特赐菩萨顶供银千两，大喇嘛龙袍彩缎，敕封清

修禅师，银印重四十八两，仍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老藏丹巴，１９８５：

１９２）。这里被敕封“清修禅师”的五台山大喇嘛就是老藏丹巴，他在敕

封名号之后多次以此名号向皇帝呈递奏章（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１９３－

１９５）。在《重修五台山真容院记》中，老藏丹巴的署名标注为“山东莱州

人”（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５１４），并自述于顺治庚子年（１６６０年）来到五台

山（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５１６）。担任大喇嘛期间，他多次奉命修缮寺庙。

根据寺庙碑文的记载，他至少曾将７座汉传佛教寺庙改宗为藏传佛教

寺庙（赵林恩，２０１６：１７９）。

这三位大喇嘛都放弃了自己的汉或蒙姓而采用藏名，身处内地而

践行藏传佛教，并先后出任五台山前三任督理番汉大喇嘛。五台山大

喇嘛在康熙时代被授予“达喇嘛”的头衔，到了乾隆时代被提升为“扎萨

克大喇嘛”，其全称是“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

（赵改萍、侯会明，２００６：１９３），掌印即意味着对五台山的汉藏僧人有

统领监管的职责和权力。五台山大喇嘛的驻锡地是菩萨顶（曾国荃等，

２００２：３），在其统领之下有达喇嘛、德木齐、格思规、格隆和班第。清廷

选派的第一任五台山大喇嘛是１６５９年任命的阿王老藏，直至民国时期

最后一任五台山大喇嘛阿旺益西（犖犵犪犵犱犫犪狀犵狔犲狊犺犲狊）于１９３７年辞

职，这期间共有２３位五台山大喇嘛（赵改萍、侯会明，２００６：１９４）。其

中，前６位是从北京崇国寺选派的，后１７位都是由达赖喇嘛以及甘丹

颇章从西藏选派的（赵改萍、侯会明，２００６：１９４）。

清廷对于藏传佛教僧人的体制化极大促进了内地和藏地、汉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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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藏文传统、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僧侣体系和官僚体系等之间的交

流，因此藏传佛教僧人能够在１８世纪占据主动，主导五台山相关的撰

写、翻译和出版计划，包括阿王老藏的旧志、老藏丹巴的新志、章嘉活佛

的藏文圣地志以及这些山志的蒙文、藏文和满文等的译本。这些山志

参考了汉藏两种知识传统和叙事结构，展现了汉藏文明在五台山交汇

时不同层次上的暗流涌动，不同世界观的扩张和收缩，不同宇宙秩序的

混杂和重组。

阿王老藏的旧志已经散逸，其为旧志写的序被收录在新志中（老藏

丹巴，１９８５：７３－７７）。此旧志序作于１７世纪末，正值改朝换代劫后重

生，五台山屡被战火贼匪，据清《山西通志》记载，初五台山“为土寇所

居”（曾国荃等，２００２：７）。彼时清廷根基未稳，国力微弱，无力大规模

崇建五台山。旧志序相对富有禅意，以一半篇幅层层铺陈出一个本源

虚空的世界，其中，“四山设化五岳环拱”的神州不过是佛法幻化而出，

以示世人至解脱之法，因此自有历史以来，历代“国家”对于如来首唱的

五台山“莫不垂章程世，植福阴翊，八州供税”（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７４）。

当老藏丹贝坚赞和老藏丹巴编纂新志的时候，清廷正逐步进入康

乾盛世的开端，康熙皇帝开始在五台山重建佛教寺庙，亲赴五台山朝

拜，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赏赐。与旧志序相比，新志序同样呈现出虚空的

世界和幻化的山河（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７９），但是新志很快就从虚空转

入实有，进入对“我圣朝”的赞谒，描画出一个“光宅万方”的圣朝，此圣

朝作为世界中心，“西印玉毫流转照于北阙，中天露珠霏甘润于南州”，

圣朝之核心是前世为“七佛之师”、现世为“九重之圣”的康熙皇帝（老藏

丹巴，１９８５：８０）。

８．这十卷为：（１）化宇、原圣；（２）灵迹、伽蓝；（３）崇建；（４）显应；（５）外护；（６）高僧上；（７）高僧

下；（８）缘感；（９）题咏上；（１０）题咏下，附杂文。

很明显，作为出生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以及清廷的官员，五台山

大喇嘛们编写的新旧两个版本中佛教叙事与皇权叙事———作为世界局

部的帝国和作为世界中心的帝国、作为外护的皇帝和作为佛子的皇

帝———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与镇澄的八卷本相比，新志增加至十

卷，８最大的区别是，新志有一个很长的“卷首”部分，主要展示康熙皇

帝的序、御制诗词和碑文 （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４－８６），总共占了全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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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可见皇权叙事在内容安排上的比重。同时，新志把“崇建”这一章

节提到了“显应”之前。“崇建”主要记载帝王在五台山的营建活动，而

“显应”主要记载文殊菩萨的显现与圣迹。很明显，新志中主导五台山

叙事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帝王活动。

与此同时，新志不断以藏传佛教叙事来转化汉传佛教叙事对于五

台山的人物、风景和历史的呈现。例如，镇澄版的“名公题咏”卷是由汉

族文人僧众主导的，而新志的“题咏”卷则收录了若干藏传佛教僧人的

诗文，包括阿王老藏的《五台山盛事赞》、《清凉老人谈经普说》以及老藏

丹巴的《重修五台山真容院记》等（老藏丹巴，１９８５：４６４－４７１，５１４－５１９）。

再比如，镇澄版山志在“灵迹”卷介绍“婆罗树”：

清顺治间，一梵僧指宝塔峰曰：“有裟罗树焉。”山人随视，

只见五云生岫，一树浮光，而僧不见矣。（镇澄，１９８９：３３）

而新志对于婆罗树的介绍则充满历史细节：

顺治壬辰，西天乌斯藏达赖上师赴诏来京，台山耆宿抠衣

顶谒，面承慈命：“东南有娑罗树，菩萨在焉。尔等知否？”一众

茫然。上师乃指授树形，果于台怀东南三十里搜访得之，即图

进御览。从此炳迹名区，流传生敬，皆上师之指示焉。（老藏

丹巴，１９８５：３８８）

在镇澄版中虚指的“梵僧”在新志中被赋予了具体身份———五世达

赖喇嘛，因此婆罗树也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影响力的一个明证。顺治

壬辰，即１６５２年，恰逢五世达赖喇嘛奉召入京。新志在清廷官方历史

叙事中插入了一个藏传佛教叙事：五台山僧众拜见了五世达赖喇嘛，遵

照达赖喇嘛的指示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婆罗树，并绘图呈贡达赖喇嘛和

顺治皇帝。

这种喇嘛和皇帝并重的叙事从一个侧面映照出１８世纪五台山的

双重“黄”化：“黄教化“和“皇家化”。黄色是皇家御用颜色，也是藏传佛

教格鲁派僧衣的颜色，所以格鲁派被称为“黄教”。双重“黄”化的历史

叙事也改变着五台山的景观呈现。例如：

癸亥圣驾临幸驻跸，山川草木增辉被泽，重建五顶殿宇

……特旨于菩萨顶颁帑金一千两，遣官监造，易大殿瓦以黄色

琉璃。未几瓦经风霜摧剥多有渗漏，复蒙圣心轸念发银重整，

前后悉换琉璃黄瓦，从兹紫府掩映纯金世界。（老藏丹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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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５１８）

很明显，康熙皇帝在一次朝山活动中下令重修五台山上的寺庙，对

于五台山大喇嘛驻锡的菩萨顶，皇帝拿出一千两来重修，并把菩萨顶的

大殿换成了黄色琉璃瓦。后来殿顶渗漏，皇帝又施钱重铺黄色琉璃瓦。

黄色琉璃瓦使得皇帝驻锡停留的黄教寺庙与普通信众进香朝拜的灰瓦

汉传佛教寺庙区分开来。

（三）皇帝、朝廷与《钦定清凉山志》

五台山的“皇家化”在《钦定清凉山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如前所述，山以及山志常常被统治者用来建构政治合法性，尤其是对于

非汉族的统治者而言。大清建立之初，其统治者的满族身份被一些持

正统儒家政治伦理的汉族知识分子攻击（犛狆犲狀犮犲，２００２），雍正皇帝和

乾隆皇帝都曾亲自写文为非汉族统治正名，认为皇位不分民族，“有德

者居之”。“德”在乾隆时期已经超出了儒家伦理的要求，转为一种淡化

族群属性９并强化文化多元的诉求。这样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伦理

有效地促进了不同知识传统的交流和合作，边疆知识分子不断进入内

地和清廷，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关心边疆事务（韩东育，２０１４：１－１０；

犚狅狑犲，２００２）。因此，“边疆地理学”一时成为显学（梁启超，２００３：

３４７）。活跃于１８世纪热心于地理志的龙万育１０（１７６３－？年）评论说：

“盛京热河台湾有通志，蒙古地理有程春庐先生１１，卫藏地理有松湘浦

先生１２”（龙万育，２００５：７）。

９．淡化族群属性，指不用族群属性来对应政治伦理，例如，不认为“德治”只限于汉儒，或者“佛

王”只适用于蒙藏信徒，但这并不意味着去除民族区分，其实清有明确的民族区分政策，正如

柯娇燕（犌狉狅狊狊犾犲狔，１９９０）所指出的，不以族群性（犲狋犺狀犻犮犻狋狔）进行分析，不代表忽视被研究者自

身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建构。

１０．对于龙万育的介绍可参见颜世明、高健，２０１４。

１１．程春庐，名同文，浙江人，在兵部任职，参与大清《会典》以及理藩院《则例》等的编纂，对后

来西北史地的扛鼎人物龚自珍影响深远（郭丽萍，２００５：８９）。

１２．松湘浦，名松筠，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一生历任总督和尚书，曾经做过驻藏大臣，借助

著述来记载边疆情况并阐述治边思想（贾建飞，２００４：９６－９７）。

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皇帝于１７８６年下令编写一本五台山志，由

军机处组织官员集体编写（《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１）。

军机处的官员及其所辖负责编纂志书的方略馆常常是满汉官员参半

（犅犪狉狋犾犲狋狋，１９９１：２２５－２２８；刘子扬，１９８１：１０３；吴元丰，２００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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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本山志也是多元一体帝国的产物。这个版本最终由乾隆皇帝审

阅批订，因而谓之“钦定”。

根据钦定版的序言，此版本是基于“旧本”而做出的补充和修订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１）。这里并没有明确指出所谓

“旧本”是指镇澄版本还是老藏丹巴版本。不过，与这两个由僧人、喇嘛

所编写的旧本相比，由朝廷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高级文武官员主导编

撰的钦定版本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第一，以皇帝的文字和行动组织五

台山的空间和地景；第二，不断建构和强化皇帝与文殊菩萨的联系；第

三，塑造文化、宗教、民族多元一体的帝国观念。很明显，这是一本为帝

国建构服务的典范官方山志。

与八卷及十卷的旧志相比，钦定版本扩充至二十二卷１３并十张图，

之前版本都只有一张文殊菩萨图和一张五台山全景图，而钦定版本不

仅增加了五张五台胜地图，还增加了三张行宫图。这三个行宫分别位

于台麓寺、菩萨顶和白云寺，是大清皇帝为了朝拜五台山而修建的。１４

这些由政府建立供皇家休息的建筑空间在钦定山志中通过图画和文字

被塑造为五台山新的神圣空间。不仅如此，钦定版山志对于寺庙的介

绍围绕皇帝在寺庙的拈香、修缮、赐名和写碑活动展开；皇帝射虎、饮泉

以及沐浴之处也被收录入“名胜”一卷。例如，康熙皇帝射虎之地被命

名为“射虎川”：

１３．这二十二卷为：第１－２卷，圣制；第３－６卷，天章；第７卷，巡典；第８卷，佛迹；第９卷，名

胜；第１０－１１卷，寺院；第１２卷，历代崇建；第１３－１４卷，灵感；第１５－１６卷，方外；第１７－１８

卷，历代艺文；第１９－２０卷，国朝艺文；第２１卷，杂志；第２２卷，物产。

１４．根据山西巡抚阿里衮的奏章，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曾修葺过四座行宫，分别在清凉寺、台麓

寺、罗
!

寺和白云寺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２００１：３２）。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５５年），山西巡抚

鄂弼在菩萨顶修建行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２００１：３５）。

距台怀数十里，有虎伏丛薄间，（康熙皇帝）亲御弧矢殁

之。里人号其地射虎川。爰发努金三千余两建台麓寺，二十

四年（１６８５年）寺成。（《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６９）

在旧版山志中，“灵迹”卷记录的圣地一般而言是与佛菩萨或者高

僧大德的活动相关，觉悟者因“法身无相”所以通过在时空中显圣而“圣

化多方”（镇澄，１９８９：１７）。而在钦定版本中，“名胜”卷消解了灵迹之

“灵”，作为“圣”和“天”的皇帝被赋予了将空间和地景神圣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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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版本的前六卷收录了清代皇帝御制诗词，并冠以“圣制”和“天章”

之名。

“圣”意味着至高无上，镇澄版本区分了“世间圣”和“出世间圣”，认

为帝王属于世间圣，佛菩萨属于出世间圣，而在钦定版本中，只有大清

皇帝被称为“圣”。作为“圣”的皇帝被塑造成儒式道德典范。皇帝在去

往五台山的沿途，要参加对孔子的祭祀、进行对地方官员的表彰以及颁

布对地方百姓的仁政等。皇帝到了五台山之后的朝山活动也被描述为

一种为父母延寿、为子民祈福的敬天爱民的行为和仪式（《续修四库全

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２１－２６）。康熙皇帝在御制《射虎川台麓寺碑》

中解释道，之所以射杀猛虎，是为了效法先王除暴安民，这种“仁民”之

举合乎《周礼》（《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１６）。

“天”指统摄自然与人文世界的终极力量，在儒家思想中，皇帝的权

力是天命授予。钦定版本将五台山的奇花异草从“灵迹”卷分离出来，

单另成“物产”卷，其分类比之旧志丰富很多，包括树、花、果、药、蔬、草、

鸟、虫八类，且指出如此“钟灵毓秀生殖繁芜”，主要是“天”膏所渥（《续

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２２０），从而昭示作为“天”的皇帝不仅

圣化了地景，也泽被了万物。

大清皇帝不仅要做“圣”和“天”，还要做“佛”。乾隆通过发音的相

似性将文殊和满族相联系，给满族找到了一个神圣起源，以曼殊师利大

皇帝的称号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了合理出口：

文殊梵经本称曼殊师利，汉藏经内亦或书之曼殊，对音即

满珠，今卫藏呈进丹书均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竺兰宝号与我国

号相符用徵，意万年无量福祚也。（《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

会，１９９５：５９）

满族和文殊、皇帝和文殊菩萨的联系建立之后，其对于五台山的赏

赐和营建就不再以供养者而是以主宰者的身份来叙述。藏传佛教作为

文殊大皇帝形象的塑造者，地位不断抬升。大清皇帝新修并重建了多

座藏传佛教寺庙，甚至将部分汉传佛教寺庙改宗成藏传佛教寺庙。根

据钦定版山志的记载，大文殊寺，也叫真容院，由和尚释法云建于唐，是

座汉传佛寺，清“为西语僧人所居”，成了藏传佛寺（《续修四库全书》编

纂委员会，１９８５：１９０）。还有六座大清皇帝经常去拈香施茶的寺庙也

都“转轮藏璎珞周垂”（《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５：１９１），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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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喇嘛管理（《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５：１３－２０）。根

据学者的统计，仅康熙一朝，就有十座汉传佛教寺庙被改宗为藏传佛教

寺庙（犆犺狅狌，２０１１：１５）。至雍正朝，五台山上的藏传佛教寺庙增加至

２５座（赵改萍，２０１４：４７；李裕民，１９８９；妙舟，２００９：２６８－２６９；萧

羽，１９８８：３５）。乾隆皇帝六次朝拜五台山，前后投资总计２０万两，用

于修建寺庙、道路、行宫以及给喇嘛的赏赐（赵改萍，２０１４：５６）。在皇

家的崇信下，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庙在最繁盛的时候有超过３０００个喇

嘛（崔正森，２０００：７２９）。尽管五台山的汉传寺庙在数量上还是比藏

传寺庙多，但是所有的寺庙和僧人都在五台山大喇嘛的监管之下。与

明代相比，明廷所设的“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一代寺宇”的职位由

藏汉僧人间或担任（赵林恩，２０１６：２５４－２５５），而清廷指派的“钦命管

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则毫无例外由藏传佛教喇嘛担

任。因此，大量满蒙藏信徒前来五台山朝拜。清之前留下的碑文基本

为汉文，而清的碑文包含藏汉蒙满多种文字的碑文，以至于嘉庆皇帝在

１８１１年朝拜五台山的时候发出了五台山是“中华卫藏”的感叹（赵林

恩，２０１６：１８７）。

不仅如此，大清皇帝驾幸五台山也是显示骑射等技能以强化游牧

身份认同的过程。康熙皇帝三箭射山、射杀猛虎等事迹在钦定山志中

被浓墨重彩地描绘。康熙２２年（１６８３年），康熙驾幸五台山，途径龙泉

关，在此“勒马而射，连飞三矢，直逾岩顶，居民遂呼其处为三箭山”（《续

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３２）。乾隆六次西巡五台，曾作诗四

首歌颂三箭山，作诗三首缅怀射虎川。与康熙自比古代圣王为民除猛

兽不同，乾隆在诗中则以“谁是雄矜一夫勇”（《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

会，１９９５：３３）突出了康熙的“勇”，以“我亦弯弧思继武”（《续修四库全

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３６）点出了大清“尚武”之传承，以“秋闱一试示

于阗”（《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１９９５：４２）显示了对于游牧部落

的拥抱：

去岁秋，木兰行围，尝一日射死二虎，时回部郡王霍集斯

等及哈萨克赴觐陪臣并扈从与观。（《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

员会，１９９５：４２）

综上，由皇权叙事所主导的钦定版山志所展现的世界是以皇帝为

绝对中心的，帝国的疆界容纳不同宗教和知识传统，涵盖多元民族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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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这个世界不断展开的过程中，皇帝不断从各种知识传统中吸收

不同的神圣叙事、伦理规则和符号体系，皇权叙事不断吸纳儒家的社会

政治伦理、藏传佛教符号以及游牧身份建构的话语。很明显，这些都指

向一种建构多元一体帝国的尝试和努力。

五、坛城化的空间：章嘉若白多吉与《圣地五台山志》

根据《东噶藏学大辞典》，关于五台山的藏文史书（犾狅狉犵狔狌狊）包括：

五台山堪布（狉犻犫狅狉狋狊犲犾狀犵犪’犻犿犽犺犪狀狆狅）班丹扎巴（犇狆犪犾犾犱犪狀犵狉犪狆狊狆犪）

写的《五台指南》（犚狋狊犲犾狀犵犪犱犽犪犾犮犺犪犵），章嘉若白多吉写的《清凉山指

南》（犚犻犫狅犱狑犪狀犵狊犫狊犻犾犵狔犻犱犽犪犾犮犺犪犵），以及蒙古学者贡布嘉（犕犵狅狀狆狅

狊犽狔犪犫狊，约１６９０－１７５０年）写作的《五台山指南》（犚犻犫狅狉狋狊犲犾狀犵犪’犻

犱犽犪犾犮犺犪犵）（犅犾狅犫狕犪狀犵＇狆犺狉犻狀犾犪狊，２００２：１８９９）。班丹扎巴的山志散失

了，贡布嘉的藏文山志后来被翻译成了蒙古文（犜狌狋狋犾犲，２０１１：１８０）。

然而，这些山志的影响都无法和章嘉若白多吉的山志相提并论。

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吉，也被称为章嘉活佛或者章嘉国师，是一个

跨越地域、语言、身份、文化等多重边界的流动者。他是第三世章嘉转

世活佛（犠犪狀犵，２０００：１２６；犆犪犫犲狕ó狀，２０１７：２０），隶属于藏传佛教格鲁

派，是个转世体系开始较晚的活佛世系。章嘉活佛世系的影响最初仅

限于汉藏蒙回混杂的青海地区，第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犖犵犪犵犱犫犪狀犵

犫犾狅犫狕犪狀犵犮犺狅狊犾犱犪狀，１６４２－１７１４年）曾跟随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

帝。以此为契机，二世章嘉于１６９３年被清廷任命为扎萨克大喇嘛，开

始掌管北京的汉藏佛教事务，并于１７０５年被康熙皇帝赐予呼图克图名

号（马成文，１９９０：３３）。此后，章嘉活佛世系开始逐渐影响清廷及其

对藏政策。章嘉若白多吉出生于青海地区，有学者认为他是蒙古人，还

有学者认为他是土族人（犛犿犻狋犺犪狀犱犛犮犺犪犲犳犳犲狉，２００１：１３３；犅犲狉犵犲狉，

１９９４：１１２；犜狌狋狋犾犲，２０１１：１８０）。他于１７２０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于

１７２４年被带入北京，和后来的乾隆皇帝一起成长并接受教育（犠犪狀犵，

２０００：１２６）。他不仅继承了呼图克图的头衔，还被乾隆皇帝尊为“振兴

黄教大慈大国师”（陈锵仪，１９９６：４２），是清朝唯一一位国师。乾隆皇

帝拜章嘉若白多吉为上师，因此在乾隆皇帝的御容佛装唐卡中若白多

吉出现在根本上师的位置（犅犲狉犵犲狉，２００３：６０；罗文华，２００５：４８３－

５５３）。章嘉活佛由此成为清廷最重要的转世活佛。章嘉若白多吉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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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成长并接受教育，因而掌握汉文和满文，同时还接受过完整的藏传佛

教训练，和土观活佛世系形成牢固的师徒关系。１７３４－１７３６年，章嘉

若白多吉随同七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并于日喀则拜访了五世班禅喇

嘛，赢得了藏地格鲁派高僧的尊重（洛桑却吉尼玛，２００７：６７－６８）。

德高望重的六世班禅喇嘛（１７３８－１７８０年）以及著名大学者土观洛桑

却吉尼玛（犜狌’狌犫犽狑犪狀犅犾狅犫狕犪狀犵犮犺狅狊犽狔犻狀狔犻犿犪，１７３７－１８０２年）分

别给章嘉若白多吉制造出一个神圣谱系，追溯到阿弥陀佛（藏文’狅犱

犱狆犪犵犿犲犱）以及多位著名印度僧人和瑜伽士（犆犪犫犲狕ó狀，２０１７：１７－２１）。

尽管在１８世纪格鲁派已经基本控制了西藏的政教格局，但它在内

地的影响力还不时遭到其他教派的挑战，以至于章嘉若白多吉曾经梦

到过信奉宁玛派和噶举派的皇子允礼（１６９７－１７３８ 年）下地狱

（犛犮犺犪犲犳犳犲狉，犲狋犪犾．，２０１３：６４２；犝狊狆犲狀狊犽狔，１９９７）。章嘉活佛世系在内

地和藏地之间的走动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整体在内地的影响力以及格

鲁派在藏传佛教内部的领导地位。五台山作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一个

重要阵地，一直受到格鲁派高僧的重视。１６５３年，当五世达赖喇嘛进

京觐见顺治皇帝的时候，接见了３００个来自五台山的信徒，同时写作了

适合在汉地传法的仪式文本（犖犵犪犵犱犫犪狀犵犫犾狅犫狕犪狀犵狉犵狔犪犿狋狊犺狅，１９８９：

４００－４０３），将格鲁派的影响力拓展至五台山。随着１７世纪晚期五台

山大喇嘛的设置，藏传佛教及格鲁派逐渐主导五台山的空间和叙事。

１５．这六座寺庙包括镇海寺、普乐院、集福寺、慈福寺、文殊院和广化寺。

１６．根据山志的后记，第十三个绕迥火猪年（１７６７年），章嘉若白多吉在喇嘛格勒南卡（犇犵犲

犾犲犵狊狀犪犿犿犽犺犪’）的请求下为山志做道歌一首（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１３），因此可以推断此

志作于１７６７年前后。后记也明确提到，山志出版印刷于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

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０６），所以推断山志完成于１８世纪晚期到１９世纪初期。

１７５０年开始，章嘉若白多吉每年夏天常驻五台山。章嘉活佛在清

廷的特殊地位使其独立于五台山大喇嘛的管制，在五台山拥有六座寺

庙１５，自成体系（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狔，２０１１：３６）。在章嘉若白多吉的推动下，

五台山上的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１７８６年，章嘉

若白多吉圆寂，骨灰在五台山镇海寺塔葬（犠犪狀犵，１９９５：３０４－３０６）。

章嘉若白多吉在五台山驻锡时，在洛桑却吉尼玛及其他高僧的请求下，

开始写作藏文版的五台山志。１６作者并不避讳对于旧志的借鉴，山志的

很多内容甚至插图都和老藏丹巴的《清凉山新志》近似，因此这本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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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被学者们认为是对汉文山志的翻译，不被重视（犆犺狅狌，２０１１：２２）。

仔细对比这本山志和汉文山志，本文认为，尽管此文本借鉴了旧志，但

在格式和内容上做出了很多调整，而这些调整恰恰使得此山志更加符

合藏传佛教圣地志的要求。

这本山志虽然归于章嘉若白多吉名下，其实是蒙藏高僧合作的产

物，集体著者在藏文圣地志和高僧传的书写过程中很常见。根据山志

后记记载，章嘉若白多吉亲自口述了山志的前两章，剩余三章交由其他

人完成，并授意阿旺格桑（犖犵犪犵犱犫犪狀犵犫狊犽犪犾犫狕犪狀犵）等喇嘛将汉文山志

资料悉数翻译作为参考。后来在八世达赖喇嘛的授意下，整个文本又

经过蒙古喇嘛阿嘉班底达阿旺洛桑丹白坚赞白桑普（犃狉狔犪犘犪狀犱犻狋犪

犖犵犪犵犱犫犪狀犵犫犾狅犫狕犪狀犵犫狊狋犪狀狆犪’犻狉犵狔犪犾犿狋狊犺犪狀犱狆犪犾犫狕犪狀犵狆狅，１７７０－

１８４５年）的编辑，出版于道光十一年，第十四个绕迥铁兔年，即１８３１年

（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０５－２０６）。这本山志由格鲁派高僧主导、蒙

藏喇嘛们合作编写，很明显针对的读者是蒙藏佛教徒而非大清皇帝或

者汉传佛教信徒，所以，这本山志不简单是对汉文资料的整合，更重要

的是对五台山时空的“坛城化”，使之符合藏文佛教世界的书写和阅读

习惯。

章嘉版山志共有五个章节，分别是：（１）圣地之门洞开之法（藏文

犵狀犪狊狊犵狅狆犺狔犲狋狊犺狌犾）；（２）圣地风景之特点介绍（藏文犵狀犪狊犽狔犻犫犽狅犱狆犪’

犻犽犺狔犪犱狆犪狉犫狊犺犪犱狆犪）；（３）学者高僧朝圣之法（藏文狊犽狔犲狊犮犺犲狀犱犪犿狆犪

犱狌犿犪犫狔狅狀狆犪’犻狋狊犺狌犾）；（４）至尊文殊向信众显应之法（藏文犱犪犱犾犱犪狀

狉狀犪犿狊犾犪‘狆犺犪犵狊狆犪狊狊狀犪狀犵犫犪犽犺狔犪犱狆犪狉犮犪狀狊狋狊犪犾犫犪’犻狋狊犺狌犾）；（５）历代

法王供奉之法（藏文犮犺狅狊狉犵狔犪犾狉犻犿犫狔狅狀狀犪犿狊犽狔犻狊犫狊狀狔犲狀犫犽狌狉犼犻犾狋犪狉

犿犱狕犪犱狆犪’犻狋狊犺狌犾）。这五个部分分别对应于前面介绍的汉文山志的（１）

化宇原圣；（２）灵迹伽蓝；（３）高僧懿行；（４）菩萨显应；（５）帝王崇建。在

结构安排上，与汉文山志相比，藏文山志去掉了帝王名士的序、碑文和

诗歌，去掉了对与藏传佛教关系不大的名人逸士、王公外护的介绍，把

帝王崇建部分放到了最后，而且篇幅很短。从内容上看，与汉文山志相

比：第一，以藏传佛教的世界观重构五台山的地景；第二，对于五台山地

景的描绘遵循藏文传统中对圣地功德的呈现方式；第三，以道歌作为山

志的结尾。这些改动都符合坛城化五台山的需要。

坛城化的第一步是将自身转化为坛城，从而使本尊进入自身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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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心。章嘉若白多吉在开篇就顶礼文殊菩萨曼殊师利（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

狉犼犲，１９９２：８），通过礼赞文殊菩萨得到加持，从而拥有能够看到不可见

世界的力量和洞见（犐犾犾犻犮犺，２００６：５４９），能够通过观想、梦境、意象看到

五台山坛城在藏传佛教世界中的呈现：

世上有五处被加持的殊圣之地：中央是金刚座，东方是五

台山，南方是布达拉，西方是空行之士的国度乌仗那，北方是

高贵之人的国土香巴拉。１７（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８）

这是五台山坛城化的第二步，即把五台山放置在观想中的世界坛

城中，这个世界坛城以佛陀觉悟之金刚座为中心，环之以四个方位上的

圣地：北方香巴拉在１８世纪是藏传佛教世界中的天堂，西方乌仗那是

莲花生大士的故乡，南方布达拉在１８世纪被藏人认为是达赖喇嘛的驻

锡地布达拉宫，而东方五台山：

１７．原文为：犱犲’犪狀犵＇犱狕犪犿犫狌犵犾犻狀犵＇犱犻狀犪犫狔犻狀狉犾犪犫狊犮犪狀犵狔犻犽犺狔犪犱狆犪狉犱狌＇狆犺犪犵狊狆犪犾狀犵犪狔狅犱狆犪狉

犵狉犪犵狊狋犲／犱犫狌狊狊狌狉犵狔犪犵犪狉狉犱狅狉犼犲犵犱犪狀／狊犺犪狉狋狌狉犵狔犪狀犪犵狉犻犫狅狉狋狊犲犾狀犵犪／犾犺狅狉狌狉犻犫狅狆狅狋犪犾犪／

狀狌犫狋狌犿犽犺犪＇＇犵狉狅’犻犵狀犪狊狅狅犇＋狔犪狔犪狀犪／犫狔犪狀犵犱狌狉犻犵狊犾犱犪狀犵狔犻犵狀犪狊狊犺犪犿＋犫＋犺犪犾犪狉狀犪犿狊狊狅／

１８．原文为：犫狔犲犫狉犪犵狋狌犿犪犺犪狋狊犻狀犪狉犵狉犪犵狊狆犪’犻狉犵狔犪狀犪犵犵犻狉犵狔犪犾犽犺犪犿狊＇犱犻狉犫狔犻狀狉犾犪犫狊犮犪狀犵狔犻

狉犻犮犺犲狀犫狕犺犻／狉犻犵狀狔犪狀犮犺犲狀狆狅犾狀犵犪／犮犺狌犽犾狌狀犵狉犪犫犿犲犱犫狕犺犻狉狀犪犿狊狔狅狊狆犪犾犪狊／犱犪狀犵狆狅犫狕犺犻＇

狆犺犪犵狊狆犪＇犼犪犿犱狆犪犾犵狔犻犵狀犪狊狉犻犫狅狉狋狊犲犾狀犵犪’犿狉犻犫狅犱狑犪狀犵狊犫狊犻犾／＇狆犺犪犵狊狆犪狊狆狔犪狀狉犪狊犵狕犻犵狊犽狔犻

犵狀犪狊狉犻犫狅狆狅狋犪犾犪’犿犵狉狌＇犱狕犻狀／＇狆犺犪犵狊狆犪犽狌狀狋狌犫狕犪狀犵狆狅’犻犵狀犪狊犲犿犻狊犺犪狀犱狌犵狉犪狀犵狊狆犪狉犻犫狅

犵犾犪狀犵犮犺犲狀／＇狆犺犪犵狊狆犪狊犪’犻狊狀狔犻狀犵狆狅’犻犵狀犪狊犮犻’狌犫犪犺犪＇狊犺犪狀狋犲犫狕犺犻狔犻狀犾犪／

在被称为“摩诃支那”的中华阔土上，有四大加持之山、五

大念山以及四条大河。四大加持之山是，最殊圣的至尊文殊

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或者叫清凉山；至尊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

陀山或者叫舟山；至尊地藏菩萨的道场象山或者叫峨眉山；至

尊普贤菩萨的道场九华山。１８（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９）

五台山在佛经中常常被定位在瞻部洲的“摩诃支那”（藏文 犿犪犺犪

狋狊犻狀犪），而作为佛经想象地理中抽象方位的摩诃支那，被章嘉若白多吉

进一步具体对应为“甲那”（藏文狉犵狔犪狀犪犵）。在１８世纪，“甲那”虽然在

不同语境下对应于汉或者中国，却已经有了地理和政治实指。文中以

“四大加持之山”（藏文犫狔犻狀狉犾犪犫狊犮犪狀犵狔犻狉犻犮犺犲狀犫狕犺犻）应和汉传佛教中

的“四大名山”，同时以“五大念山”（藏文狉犻犵狀狔犪狀犮犺犲狀狆狅犾狀犵犪）对应儒

家正统的“五岳”。四大加持之山中的“加持”（藏文犫狔犻狀狉犾犪犫狊），其藏文

直译是“能量或者福佑之波”，生动揭示出朝圣的意义，即通过接近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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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沐浴能量或者福佑之光波（犎狌犫犲狉，１９９９：１５）。这个意义上的

四大加持之山是具有超越性的，和朝圣者的总体福祉相关（犆犾犪狉犽犲，

１９８９：２２３－２４２）。而五大念山中的“念”（藏文犵狀狔犪狀）通常指前佛教时

期的一类神灵，类似于魔，较为凶猛残暴，存在于天地之间 （犱犲

犖犲犫犲狊犽狔犠狅犼犽狅狑犻狋狕，１９９６：２８８－２９０）。这个意义上的五大念山是需

要被佛教高僧驯服的，例如藏地著名神山念青唐拉（藏文犵狀狔犪狀犮犺犲狀

狋犺犪狀犵犾犺犪）就是一个被莲花生驯服的大念山。这两类山相比较，四大被

加持之山的地位似乎是高于五大念山的。借此，章嘉若白多吉不仅把

汉地的神山系统纳入藏传佛教的世界，而且将作为佛教圣地的“四大名

山”排在作为儒家胜地的“五岳”之上。

在把五台山置入藏传佛教的世界坛城中之后，章嘉若白多吉又把

五台山自身转化为坛城：

中峰为身，东峰为意，南峰为功德，西峰为语，北峰为业。

五峰依次是毗卢遮那佛、阿
!

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

佛。１９（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１８）

藏文山志将五台山的五座山峰分别对应于五位佛，也就是密教中

居于金刚界曼陀罗中央之五解脱轮的五佛（杨清凡，２００７：３１）。密教

五佛系统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五个次佛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国系统

（杨清凡，２００７：３２），五佛分别居于中、东、南、西、北五个不同方位的佛

国，每一个佛都代表一个方位、一个部族、一种色彩、一个三昧耶形、一

个根本咒，拥有坐骑、明妃和子嗣（犅犲犲狉，２００３：２３４；杨清凡，２００７：

３２）。后来这个系统逐渐发展，五佛又对应于五蕴、五大、五识、五境、五

智（杨清凡，２００７：３２－３３）。密宗五佛系统在汉藏佛教中因为流传时

间和传播教派的不同而在理论解释和艺术呈现上有所差异。以镇澄山

志为例，汉文中通常将五峰解释为：

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

性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

之灾矣。（镇澄，１９８９：１７）

１９．原文为：犱犫狌狊狉犻狊犽狌犱犪狀犵／狊犺犪狉狉犻狋犺狌犵狊犱犪狀犵／犾犺狅狉犻狔狅狀狋犪狀犱犪狀犵／狀狌犫狉犻犵狊狌狀犵犱犪狀犵／

犫狔犪狀犵狉犻＇狆犺狉犻狀犾犪狊犽狔犻犵狀犪狊狊狌狊狀犪狀犵犫犪狊犱犲狉狀犪犿狊狉犻犿狆犪犫狕犺犻狀犱狌狉狀犪犿狊狀犪狀犵犱犪狀犵／犿犻犫狊犽狔狅犱

狆犪犱犪狀犵／狉犻狀犮犺犲狀＇犫狔狌狀犵犾犱犪狀犱犪狀犵／＇狅犱犱狆犪犵犿犲犱犱犪狀犵／犱狅狀狔狅犱犵狉狌犫狆犪＇犻狉犻犵狊犽狔犻狊狆狉狌犾狆犪＇犻狊犽狌

＇犻犵狀犪狊狊狌犿狀犵狅狀狀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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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汉传密宗在中国本土逐渐式微之后，汉传佛教保留了五佛

系统中相对抽象的“五智、五眼、五部、五阴、五佛冠、五方髻、五乘之要、

五浊之灾”这些因素，却淡化了具体的五佛形象。与之相对，藏传佛教

叙事将“五”具体化并分别对应于“五佛”中每一个有具体形象的佛。２０

在西藏的唐卡、雕塑、建筑中，五佛常常以坛城的形式出现（杨清凡，

２００７：３３－３５），这是明显的密宗实践（犜狌犮犮犻，２００１：５６－５７）。在清廷

的藏传佛教营建中，五佛唐卡常现其中（王子林，２００２：３０－３１），这是

章嘉若白多吉为乾隆皇帝进行密宗修行而特设的（王子林，２００２：３９）。

藏文山志以此把五台山转化为一个坛城。

对五台山的进一步坛城化是把五台山的地景转化为有加持力的功

德物。在汉文叙事中，地景虽然作为“圣化万方”的佛陀或者皇帝的具

体显现，对地景的描述和介绍却停留在自然分类及其实用功能的层次

上。相比较而言，在藏传佛教中，所有自然景观都有其象征意义，在藏

文圣地志中共享同一套象征符号（犛犮犺犪犲犳犳犲狉，２０１１：２２６－２２８），比如绿

松石般的草地，盛放的花朵，青绿色的丛林，一百种甜味的水果，异香扑

鼻的草药，舞动的蜜蜂，歌声婉转的鸟，奔跑的鹿，八功德水，巍峨的岩

石以及白云朵朵的天空。这些动植物以及自然景观形成一套标准化叙

事，通过这套叙事，自然景观被赋予文化意义，构成一种能够给人带来

加持的能量场。藏文山志对于五台山的描述也遵循这套标准化叙事，

尤其体现在为圣地志而做的道歌中，五台山的地景被呈现为绿林花朵、

蜜蜂飞舞、百味俱全的果实、羽毛美丽的鸟儿、祛除百病的药草，等等

（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０７－２０９）。不仅如此，这些药草都是“有加

持力的”（藏文狊犿犪狀犵狔犻狉犻犵狊犫狔犻狀狉犾犪狀狊犮犪狀）（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

４３）。例如：

２０．例如，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佛）坐在有莲花、月轮为垫，由八只雪狮抬着的宝座上，面白

色，右手持法轮，左手持铃。阿
"

佛（不动如来佛）坐在由八只大象抬着的宝座上，面蓝色，右

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铃。宝生佛坐在由八匹马抬着的月轮及宝座上，面金黄色，右手持如意

珠，左手持铃。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坐在由八只孔雀抬着的莲花月轮宝座上，面红色，右手持

莲，左手持铃。不空成就佛的宝座由八只类似水牛的动物抬着（有时候是由叫桑桑的鸟抬

着），面绿色，右手持双金刚，左手持铃（创古仁颇且、桑吉扎西，２００６：５０－５１）。

在此圣地之中，有独特硕大金色花朵（金芙蓉），有铁钩般

灵草（灵芝），此二者常人难以寻见捕获，然若服之，则能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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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获得虹身。２１（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４２）

按照坛城化的要求，坛城往往需要护法神，以忿怒相出现，制服并

驯服敌人，引导其与光明融合（犜狌犮犮犻，２００１：６０）。藏文山志给五台山

这个坛城增加了护法神“阎摩罗”（藏文犵狊犺犻狀狉犼犲）及其明妃“热玛蒂”

（藏文狉犲犿犪狋犻）守护此地（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１１）。阎摩罗是格

鲁派著名的护法神，又称为“死亡之主”（藏文犵狊犺犻狀狉犼犲犮犺狅狊狉犵狔犪犾）或者

“辨别善恶者”（藏文犱犵犲狊犱犻犵狊犺犪狀’犫狔犲犱），是文殊菩萨的一个忿怒相

（才让，２０１０：１０３），而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以阎摩罗作为护

法神是合适的。阎摩罗对于章嘉若白多吉本人也十分重要，曾出现在

章嘉若白多吉的梦境中（犐犾犾犻犮犺，２００６：５３０－５３２）。因此，藏文山志赋予

阎摩罗五台山坛城护法神的角色，不仅扩大了格鲁派的影响，也强化了

章嘉活佛世系与五台山神圣地景的联结。

２１．原文为：犵狀犪狊犮犺犲狀‘犱犻狀犪／‘犼犪犿犱犫狔犪狀犵狊犿犲狋狅犵狊犲狉犮犺犲狀犽犺狔犪犱狆犪狉犮犪狀犱犪狀犵／狉狋狊狑犪犱狅狀狔狅犱

犾犮犪犵狊犽狔狌狕犺犪狊狆犪’犻狉犱狕犪’犻狉犻犵狊犵狀狔犻狊狔狅犱犱犲犿犻狆犺犪犾犫犪狊犿狋犺狅狀犵犱犽犪’狕犺犻狀犵犵犪犾狋犲狉狀狔犲犱狀犪狊狕狅狊

狀犪狊犽狔犲犫犪犱狉犪狀狕犺犻狀犵‘犼犪’犾狌狊‘狋犺狅犫狆犪狉

在五台山转化为坛城，变成藏传佛教世界新的能量中心之后，藏文

山志的时间维度从神话转入历史。首先是格鲁派和章嘉世系的历史。

藏文山志提到宗喀巴———格鲁派的奠基人———曾在五台山宣讲密宗义

理和中观思想（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１１）。宗喀巴在藏传佛教中被

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然而藏文中从来没有其到访过五台山的历史记

录。藏文山志确认了宗喀巴与五台山的联系，加深了格鲁派与五台山

的渊源。藏文山志还增加了对于章嘉若白多吉进行密教修行的普乐院

（藏文犱犫犲狀犱犵狅狀犽狌狀狋狌犫犱犲犫犪’犻狋狊犺犪犾）（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９）以

及驻锡的镇海寺（藏文狉犵狔犪犿狋狊犺狅‘犱狌犾犫犪’犻犵犾犻狀犵）（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

１９９２：５０）的介绍。相比于汉文山志中对这两个寺院不明来历的介绍，

藏文山志的介绍强调了章嘉活佛支系与五台山的联系。

其次是帝国的历史。藏文山志的最后一个章节按朝代更迭顺序介

绍了汉、唐、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皇帝朝拜五台山的活动。在介绍

清帝国的时候，其措辞是“我大清”（藏文狉犪狀犵狉犲犮犺犲狀狆狅犮犺犻狀犵犵狌狉）

（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０２），内容涵盖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

庆，其中重点介绍了康熙和乾隆在朝山过程中遇到五彩祥云和花雨的

情节（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９９２：２０２－２０３）。这些祥瑞之兆代表着文殊

·８７１·

社会·２０１９·６



菩萨在帝王面前的显现，是对帝王权力的加持。这本写给蒙藏佛教徒

的文本并没有将清朝皇帝圣化成文殊菩萨，而只是提到皇帝因为供养

僧伽而被加持。因此，这个章节既表达了章嘉若白多吉等对清帝国的

认同，同时也展现了借助皇权进一步提高藏传佛教地位的努力。

章嘉若白多吉的文本将五台山坛城化，这个过程也把此文本嵌入

到藏文圣地志的叙事中，从而与汉文山志区分开来。与汉文山志相比，

此文本更加明显地把格鲁派高僧以及章嘉世系与五台山的神圣地景联

系起来，同时，也将帝王权力合法性的建构纳入藏传佛教的叙事中，以

文殊菩萨的加持作为其合法性的来源。

六、结论

本文分析并比较了１８世纪关于五台山的四本汉藏文山志，将不同

语言的文本，不同的知识传统和叙事表达，具有不同文化、语言、等级、

身份的著者、编者及译者放在比较分析的框架中，借此尝试突破以民族

国家为分析单位的过程中语言、文化、宗教、民族和国家这些概念之间

的过度绑定关系。这四个文本展现了不同文明体系中对于世界和帝

国、民族与国家、权力和等级、神圣和世俗等观念的定义，呈现出以中国

或者印度为中心的世界，或者以皇帝或者以佛陀为顶端的等级。通过

对这四个文本的分析，本文指出，帝国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是多文明的；

同时，文明作为一种分析的路径，其视野是超越社会和国家的。

在以往对于清帝国和空间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会看到皇帝在神

圣和世俗空间中的走动以及皇权的“多面性”（狊犻犿狌犾狋犪狀犲犻狋狔），即皇权在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道德空间表现出不同的面向（犆狉狅狊狊犾犲狔，１９９２：

１４８３）。例如，达白安（犅狉犻犪狀犇狅狋狋）指出，清朝皇帝朝拜泰山不仅仅是扮

演天子这个儒家角色，也是为了显示自身的满族身份（犇狅狋狋，１９９８：

１８８）。张勉治（犕犻犮犺犪犲犾犆犺犪狀犵）指出，清朝皇帝在江南的豪奢游历，面

向的是文化、民族异质性的帝国民众，包括满蒙回汉藏甚至哈萨克的贵

族、官员、僧人等，而不只是面向江南汉族儒士（犆犺犪狀犵，２００１：３３）。一

方面，本文认为，清朝皇帝西巡五台山，确实是一场政治展演，它面向

１８世纪穿行于内地和藏地、承泽于皇帝和佛陀的五台山大喇嘛及其弟

子们，在这些僧人笔下，佛教世界逐渐被帝王疆域侵蚀和吸纳，“我圣

朝”渐渐成为世界中心。在钦定版山志中，这种图景被推向极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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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被皇权叙事替代，后者作为主导叙事统摄了佛教符号和儒家伦理

体系，五台山被转化为一个展演和建构多元一体帝国的空间。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这些研究没有看到文明体系对于政治边界的

超越性，因而过分关注于皇帝在不同地理空间———泰山或者江南———

的行走以及皇权在不同道德和仪式空间———朝拜或者巡狩———的展

演，忽视了空间本身作为跨地域流动和多文明体系交融之区位，其超社

会、超国家的性质。例如，由汉传佛教僧人镇澄于１６世纪晚期编写并

由僧人聚用长老及其弟子于１８世纪中叶再版的汉文山志中，汉传佛教

叙事所呈现的世界规模远远大于居于南瞻部洲一隅的儒家天下，其所

认定的世界起点不是帝王巡狩而是文殊大愿之所持。在文殊加持的世

界的三个层次中———常境、非常之境、不思议界，可见可感之自然万物

构成常境，帝王疆域不过是常境的一个局部。与之相似，由藏传佛教高

僧章嘉若白多吉及其蒙藏弟子合作于１８世纪中晚期的藏文版山志中，

藏传佛教叙事所呈现的坛城空间纵向连通了在上的本尊、在中的密教

修行者、在下的护法，同时横向联系起位于中心的金刚座、位于东南西

北四个方位的五台山、布达拉、乌仗那和香巴拉。在这个坛城空间中，

自然和人文景观呈现为有加持力的功德物，帝王呈现为供养者和受福

报者。由此回到人类学对于空间的研究，本文表明，空间不简单是国家

治理和权力投射的对象，空间本身也表达为道德性和宇宙性的存在，超

越一时一地的国家边界和民族认同。

从文明的角度再次观望清帝国，本文认为，首先，作为一种多文明

体系的国家形式，帝国的建构不仅仅是多面性的皇权主导的，也是在帝

国流动性增强的前提下，不同文明体系和知识传统相互碰撞及其知识

分子深入参与的结果。其次，帝国的符号体系是跨越地域和语言的，五

台山叠加了不同知识传统中的等级和世界，它们既有矛盾和冲突，也有

整合和杂糅，体现了知识生产者在多重身份认同下的多样表达。这种

多重身份认同和多重表达是多元一体帝国形成的基础。第三，帝国皇

权不仅体现在对于民族身份差异性的容纳以及对于宗教仪式多样性的

统摄，还体现在对于空间和地景的转化，即基于自然世界并对于自然世

界的总体性权力。对于空间和地景的想象及其神圣性的呈现并不是帝

国扩张过程中权力中心不断推进而“文明化”边陲的结果，汉藏佛教叙

事对于皇权叙事的超越以及佛教世界对于帝国空间的涵盖，展现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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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自然的“边陲”在皇权及其神圣性的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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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狀犱犲狉狊狅狀，犅犲狀犲犱犻犮狋．２００６．犐犿犪犵犻狀犲犱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犪狀犱

犛狆狉犲犪犱狅犳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 （狉犲狏犻狊犲犱犲犱犻狋犻狅狀）．犔狅狀犱狅狀犪狀犱犖犲狑犢狅狉犽：犞犲狉狊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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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狀犱狉犲狑狊，犛狌狊犪狀．２０１３．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犻狀犵犕狅狌狀狋犠狌狋犪犻’狊 五台山 犘犪狊狋：犃犛狋狌犱狔狅犳
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犕犻狉犪犮犾犲犜犪犾犲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犉犻狏犲犜犲狉狉犪犮犲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犘犺．犇．

犜犺犲狊犻狊．犆狅犾狅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犃狆狆犪犱狌狉犪犻，犃狉犼狌狀．１９８８．“犘狌狋狋犻狀犵犎犻犲狉犪狉犮犺狔犻狀犐狋狊犘犾犪犮犲．”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犃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狅犵狔３
（１）：３６－４９．

犅犪狉狋犾犲狋狋，犅犲犪狋狉犻犮犲犛．１９９１．犕狅狀犪狉犮犺狊犪狀犱犕犻狀犻狊狋犲狉狊：犜犺犲犌狉犪狀犱犆狅狌狀犮犻犾犻狀犕犻犱犆犺’

犻狀犵犆犺犻狀犪，１７２３－１８２０．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犪狀犱犔狅狊犃狀犵犲犾犲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犅犲犲狉，犚狅犫犲狉狋．２００３．犜犺犲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犛狔犿犫狅犾狊．犛犲狉犻狀犱犻犪．

犅犲狉犵犲狉，犘犪狋狉犻犮犻犪犃．１９９４．“犘狉犲狊犲狉狏犻狀犵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犝狊犲狊狅犳犜犪狀狋狉犻犮犃狉狋犻狀

犆犺犻狀犪，”犻狀犔犪狋狋犲狉犇犪狔狊狅犳狋犺犲犔犪狑：犐犿犪犵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犅狌犱犱犺犻狊犿，８５０－１８５０，

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犕．犛．犠犲犻犱狀犲狉犪狀犱犘．犃．犅犲狉犵犲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犎犪狑犪犻’犻犘狉犲狊狊．

犅犲狉犵犲狉，犘犪狋狉犻犮犻犪 犃．２００３．犈犿狆犻狉犲狅犳 犈犿狆狋犻狀犲狊狊：犅狌犱犱犺犻狊狋 犃狉狋犪狀犱 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犻狀犙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犎狅狀狅犾狌犾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犎犪狑犪犻’犻犘狉犲狊狊．

犅犻狀犵犲狀犺犲犻犿犲狉，犕犪狉犮狌狊．２０１６．犐狊犾犪狀犱狅犳犌狌犪狀狔犻狀：犕狅狌狀狋犘狌狋狌狅犪狀犱犐狋狊犌犪狕犲狋狋犲犲狉狊．

犗狓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犅狉狅狅犽，犜犻犿狅狋犺狔．１９９３．犘狉犪狔犻狀犵犳狅狉犘狅狑犲狉：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犲狀狋狉狔
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犔犪狋犲犕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犎犪狉狏犪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犆犪犫犲狕ó狀，犑狅狊é犐犵狀犪犮犻狅．２０１７．“犗狀犜狌犾犽狌犔犻狀犲犪犵犲狊，”犻狀犜犺犲犜狌犾犽狌 （狊狆狉狌犪犾狊犽狌）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犻狀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犇犪狀犻犲犾犃．犎犻狉狊犺犫犲狉犵犲狋犪犾．犚犲狏狌犲犱’

犈狋狌犱犲狊犜犻犫é狋犪犻狀犲狊：１－２８．

犆犪狉狋犲犾犾犻，犕犪狉狔犃．２００２．犜犺犲犘狅犲狋狉狔狅犳犕狅狌狀狋犠狌狋犪犻：犆犺犻狀犲狊犲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犞犲狉狊犲犳狉狅犿

犇狌狀犺狌犪狀犵．犘犺．犇．犜犺犲狊犻狊．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犆犪狉狋犲犾犾犻，犕犪狉狔犃．２０１２．犜犺犲犉犻狏犲犆狅犾狅狉犲犱犆犾狅狌犱狊狅犳犕狅狌狀狋 犠狌狋犪犻：犘狅犲犿狊犳狉狅犿

犇狌狀犺狌犪狀犵．犔犲犻犱犲狀：犅狉犻犾犾．

犆犺犪狀犵，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１．犃犆狅狌狉狋狅狀犎狅狉狊犲犫犪犮犽：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狀犵犕犪狀犮犺狌犈狋犺狀狅犇狔狀犪狊狋犻犮

犚狌犾犲犻狀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１７５１－１７８４．犘犺．犇．犜犺犲狊犻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

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

犆犺犻犪，犖犻狀犵．１９９１．犜犺犲犔犻犳犪狀犢狌犪狀犻狀狋犺犲犈犪狉犾狔犆犺’犻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犘犺．犇．犜犺犲狊犻狊．

犑狅犺狀狊犎狅狆犽犻狀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犆犺狅狌，犠犲狀犛犺犻狀犵．２０１１．犜犺犲 犞犻狊犻狅狀犪狉狔 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狅犳 犠狌狋犪犻犛犺犪狀犻狀 犜犻犫犲狋犪狀

犅狌犱犱犺犻狊犿 犳狉狅犿 狋犺犲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狋狅狋犺犲 犜狑犲狀狋犻犲狋犺 犆犲狀狋狌狉狔．犘犺．犇．犜犺犲狊犻狊．

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

犆犾犪狉犽犲，犌．犈．１９８９．“犕犲狉犻狋（犫狊狅犱狀犪犿狊），犞犻狉狋狌犲（犱犵犲犫犪），犅犾犲狊狊犻狀犵（犫狔犻狀狉犾犪犫狊）犪狀犱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狉犻狋狔（狉狋犲狀‘犫狉犲犾）犻狀犘狅狆狌犾犪狉犜犺狅狌犵犺狋．”犃犮狋犪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犪犃犮犪犱犲犿犻犪犲

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狉狌犿犎狌狀犵犪狉犻犮犪犲４３（２／３）：２２３－２４２．

犆狉狅狊狊犾犲狔，犘犪犿犲犾犪．犓．１９８７．“‘犕犪狀狕犺狅狌狔狌犪狀犾犻狌犽犪狅’犪狀犱狋犺犲犉狅狉犿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

犕犪狀犮犺狌犎犲狉犻狋犪犵犲．”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４６（４）：７６１－７９０．

犆狉狅狊狊犾犲狔，犘犪犿犲犾犪．犓．１９９０．“犜犺犻狀犽犻狀犵犪犫狅狌狋犈狋犺狀犻犮犻狋狔犻狀犈犪狉犾狔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犔犪狋犲

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１）：１－３５．

犆狉狅狊狊犾犲狔，犘犪犿犲犾犪．犓．１９９２．“犜犺犲犚狌犾犲狉狊犺犻狆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犜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

犚犲狏犻犲狑９７（５）：１４６８－１４８３．

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狔，犓犪狉犾．２０１１．“犠狌狋犪犻狊犺犪狀：犘犻犾犵狉犻犿犪犵犲狋狅犉犻狏犲犘犲犪犽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６）：１－１３３．

犱犻犆狅狊犿狅，犖犻犮狅犾犪．２００９．“犜犺犲犙犻狀犵犪狀犱犐狀狀犲狉犃狊犻犪：１６３６－１８００，”犻狀犜犺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

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犐狀狀犲狉犃狊犻犪：犜犺犲犆犺犻狀犵犵犻狊犻犱犃犵犲，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犖犻犮狅犾犪犱犻犆狅狊犿狅，犃犾犾犲狀犑．

犉狉犪狀犽犪狀犱犘犲狋犲狉犅．犌狅犾犱犲狀．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３３３－３６２．

犇犻犲犿犫犲狉犵犲狉，犎犻犾犱犲犵犪狉犱．１９９８．“犜犺犲犎狅狉狊犲犿犪狀犻狀犚犲犱：犗狀犛犪犮狉犲犱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狊狅犳犔犪狊狋狅犱

犐犺狅 （犛狅狌狋犺犲狉狀 犜犻犫犲狋），”犻狀 犜犻犫犲狋犪狀 犕狅狌狀狋犪犻狀 犇犲犻狋犻犲狊， 犜犺犲犻狉 犆狌犾狋狊 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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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犃．犕．犅犾狅狀犱犲犪狌．犠犻犲狀：犞犲狉犾犪犵犱犲狉?狊狋犲狉狉犲犻犮犺犻狊犮犺犲狀

犃犽犪犱犲犿犻犲犱犲狉犠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犲狀．

犇狅狋狋，犅狉犻犪狀．犚．１９９８．犃狊犮犲狀犱犻狀犵犕狅狌狀狋犜犪犻：犛狅犮犻犪犾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犻狀

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犘犺．犇．犜犺犲狊犻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犘犻狋狋狊犫狌狉犵犺．

犈犮犽犲犾，犕犪犾犮狅犾犿犇．２０１０．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犜犺犲犚狅狊犲狀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犌狉狅狌狆．

犈狊犺犲狉犻犮犽，犑狅狊犲狆犺犠．犪狀犱犕犪狉狔犅．犚犪狀犽犻狀．１９９０．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狅犮犪犾犈犾犻狋犲狊犪狀犱犘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
犇狅犿犻狀犪狀犮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犉犪狉狇狌犺犪狉，犇犪狏犻犱犕．１９７８．“犈犿狆犲狉狅狉犪狊犅狅犱犺犻狊犪狋狋狏犪犻狀狋犺犲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犵

犈犿狆犻狉犲．”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３８（１）：５－３４．

犉犲狉犵狌狊狅狀，犑犪犿犲狊犪狀犱犃犽犺犻犾犌狌狆狋犪．２００２．“犛狆犪狋犻犪犾犻狕犻狀犵犛狋犪狋犲狊：犜狅狑犪狉犱犪狀犈狋犺狀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

犖犲狅犾犻犫犲狉犪犾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犻狋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狋犺狀狅犾狅犵犻狊狋２９（４）：９８１－１００１．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犕犻犮犺犲犾．１９８４．“犛狆犪犮犲，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犘狅狑犲狉，”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犫狔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狀

犎狌犫犲狉狋．犐狀犜犺犲犉狅狌犮犪狌犾狋犚犲犪犱犲狉，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犘犪狌犾犚犪犫犻狀狅狑．犖犲狑犢狅狉犽：犘犪狀狋犺犲狅狀

犅狅狅犽狊：２３９－２５６．

犉狌，犉犾狅狉犪犔犻狋狊狌犻．２００９．犉狉犪犿犻狀犵犉犪犿狅狌狊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狊：犌狉犪狀犱犜狅狌狉犪狀犱犕犻狀犵狊犺犪狀

犘犪犻狀狋犻狀犵狊犻狀犛犻狓狋犲犲狀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犎．犓．：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犌犪狋犲狊，犎犻犾犾．１９８７．“犕狅狀犲狔犳狅狉狋犺犲犌狅犱狊．”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１３（３）：２５９－２７７．

犌犻犿犲犾犾狅，犚狅犫犲狉狋犕．１９９２．“犆犺犪狀犵犛犺犪狀犵狔犻狀犵狅狀 犠狌狋’犪犻犛犺犪狀，”犻狀犘犻犾犵狉犻犿狊犪狀犱

犛犪犮狉犲犱犛犻狋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犛．犖犪狇狌犻狀犪狀犱犆．犢ü．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

犘狉犲狊狊：８９－１４９．

犌狅犾犱狊狋犲犻狀，犕犲犾狏狔狀犆．１９６８．犃狀 犃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狔狅犳犜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 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犛狔狊狋犲犿，犘犺．犇．犜犺犲狊犻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犛犲犪狋狋犾犲．

犎狌犫犲狉，犜狅狀犻．１９９９．犜犺犲犆狌犾狋狅犳犘狌狉犲犆狉狔狊狋犪犾犕狅狌狀狋犪犻狀：犘狅狆狌犾犪狉犘犻犾犵狉犻犿犪犵犲犪狀犱

犞犻狊犻狅狀犪狉狔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犻狀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犜犻犫犲狋．犖犲狑犢狅狉犽犪狀犱犗狓犳狅狉犱：犗狓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犘狉犲狊狊．

犐犾犾犻犮犺，犕犪狉犻狀犪．２００６．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犔犻犳犲狅犳犪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犘狅犾狔犿犪狋犺：

犆犺犪狀犽狔犪犚狅犾狆犪犻犇狅狉犼犲（犔犮犪狀犵犛犽狔犪犚狅犾犘犪’犻犚犱狅犚犼犲），１７１７－１８８６．犖犲狑犢狅狉犽：

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犐狊犺犻犺犪犿犪，犢狌犿犻犽狅．２００５．“犛狋狌犱狔狅狀狋犺犲犙犻犪狀犾狅狀犵犪狊犆犪犽狉犪狏犪狉狋犻狀．”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犠犪狊犲犱犪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犳狅狉犕狅狀犵狅犾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２）：１９－４０．

犓犪狆狊狋犲犻狀，犕犪狋狋犺犲狑．２００６．犜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狊．犠犻犾犲狔犅犾犪犮犽狑犲犾犾．

犔犻，犌犲狉狋狉犪狌犱犲犚．２００２．“犛狋犪狋犲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犫犲犳狅狉犲１６４４，”犻狀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犺犻狀犪
（犞狅犾．９，犘犪狉狋犗狀犲）：犜犺犲犆犺’犻狀犵犈犿狆犻狉犲狋狅１８００，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犪狉犱犑．犘犲狋犲狉狊狅狀．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犕犻犮犺犪犲犾，犉狉犪狀狕犎．１９８２．犚狌犾犲犫狔犐狀犮犪狉狀犪狋犻狅狀：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犪狀犱犐狋狊犚狅犾犲犻狀

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犛狋犪狋犲．犠犲狊狋狏犻犲狑犘狉犲狊狊．

犕犻狋犮犺犲犾犾，犠犻犾犾犻犪犿犑．犜．２００９．“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犻狀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犪狀犱犘狅狑犲狉，犲犱犻狋犲犱

犫狔犠．犑．犜．犕犻狋犮犺犲犾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犮犪犵狅犘狉犲狊狊：５－３４．

犖犲犫犲狊犽狔犠狅犼犽狅狑犻狋狕，犚犲狀犲犱犲．１９９６．犗狉犪犮犾犲狊犪狀犱犇犲犿狅狀狊狅犳犜犻犫犲狋：犜犺犲犆狌犾狋犪狀犱

犐犮狅狀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犇犲犻狋犻犲狊．犅狅狅犽犉犪犻狋犺犐狀犱犻犪．

犖犵犪狑犪狀犵犣犪狀犵狆狅．２００１．犛犪犮狉犲犱犌狉狅狌狀犱：犑犪犿犵狅狀犓狅狀犵狋狉狌犾狅狀犘犻犾犵狉犻犿犪犵犲犪狀犱犛犪犮狉犲犱

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犐狋犺犪犮犪，犖．犢．：犛狀狅狑犔犻狅狀犘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犗狉狕犲犮犺，犆犺犪狉犾犲狊犇．犪狀犱犎犲狀狉犻犽犎．犛狉犲狀狊犲狀．２０１１．“犕狌犱狉ā，犕犪狀狋狉犪犪狀犱犕犪狀犱犪犾犪，”犻狀

犈狊狅狋犲狉犻犮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犜犪狀狋狉犪狊犻狀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犔犲犻犱犲狀犪狀犱犅狅狊狋狅狀：犅狉犻犾犾．

犗狉狕犲犮犺，犆犺犪狉犾犲狊犇．，犎犲狀狉犻犽犎．犛狉犲狀狊犲狀，犪狀犱犚犻犮犺犪狉犱犓．犘犪狔狀犲．２０１１．“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犈狊狅狋犲狉犻犮 犅狌犱犱犺犻狊犿 犪狀犱 狋犺犲 犜犪狀狋狉犪狊 犻狀 犈犪狊狋 犃狊犻犪： 犛狅犿犲 犕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犈狊狅狋犲狉犻犮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犜犪狀狋狉犪狊犻狀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犔犲犻犱犲狀犪狀犱

犅狅狊狋狅狀：犅狉犻犾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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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犲狋犲犮犺，犔狌犮犻犪狀狅．１９５０．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犜犻犫犲狋犻狀狋犺犲犈犪狉犾狔１８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

犈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犿犲狀狋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狉狅狋犲犮狋狅狉犪狋犲犻狀犜犻犫犲狋．犕狅狀狅犵狉犪狆犺犻犲狊犱狌犜’狅狌狀犵狆犪狅，

犞狅犾．１．犔犲犻犱犲狀：犈．犑．犅狉犻犾犾．

犚犪狑狊犽犻，犈狏犲犾狔狀犛．１９９８．犜犺犲犔犪狊狋犈犿狆犲狉狅狉狊：犃犛狅犮犻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犙犻狀犵犐犿狆犲狉犻犪犾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犚狅犮犽犺犻犾犾，犠犻犾犾犻犪犿犠．１９１０．“犜犺犲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狊狅犳犔犺犪狊犪犪狀犱犜犺犲犻狉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狋犺犲

犕犪狀犮犺狌犈犿狆犲狉狅狉狊狅犳犆犺犻狀犪，１６４４－１９０８．”犜’狅狌狀犵犘犪狅１１（１）：１－１０４．

犚狅狑犲，犠犻犾犾犻犪犿犜．２００２．犛犪狏犻狀犵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犆犺犲狀犎狅狀犵犿狅狌犪狀犱犈犾犻狋犲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

犻狀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犪犺犾犻狀狊，犕犪狉狊犺犪犾犾犪狀犱犇犪狏犻犱犌狉犪犲犫犲狉．２０１７．犗狀犓犻狀犵狊．犆犺犻犮犪犵狅，犐．犔．：犎犃犝犅狅狅犽狊．

犛犮犺犪犲犳犳犲狉，犓狌狉狋犻狊犚．，犲狋犪犾．２０１３．犛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犮犺犪犲犳犳犲狉，犓狌狉狋犻狊 犚．２０１１． “犜犻犫犲狋犪狀 犘狅犲狋狉狔 狅狀 犠狌狋犪犻犛犺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６）：２１５－２４２．

犛犮犺犻犮犽犾犵狉狌犫犲狉，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狀．１９９８．“犚犪犮犲，犠犻狀犪狀犱犘犾犲犪狊犲狋犺犲犌狅犱狊：犎狅狉狊犲犚犪犮犲犪狀犱狔狌犾犾犺犪

犠狅狉狊犺犻狆 犻狀 犇狅犾狆狅，” 犻狀 犜犻犫犲狋犪狀 犕狅狌狀狋犪犻狀 犇犲犻狋犻犲狊， 犜犺犲犻狉 犆狌犾狋狊 犪狀犱

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犃．犕．犅犾狅狀犱犲犪狌．犃狌狊狋狉犻犪狀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犘狉犲狊狊．

犛犮犺狉犪犿狆犳，犕狅狀犪．１９９９．“犜犪犿犻狀犵狋犺犲犈犪狉狋犺，犆狅狀狋狉狅犾犾犻狀犵狋犺犲犆狅狊犿狅狊：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

犛狆犪犮犲犻狀 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犪狀犱犅狅狀狆狅犚犻狋狌犪犾犇犪狀犮犲狊，”犻狀犛犪犮狉犲犱犛狆犪犮犲狊犪狀犱

犘狅狑犲狉犳狌犾犘犾犪犮犲狊犻狀 犜犻犫犲狋犪狀犆狌犾狋狌狉犲，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犜狅狀犻犎狌犫犲狉．犇犺犪狉犪犿狊犪犾犪：犜犺犲

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犠狅狉犽狊犪狀犱犃狉犮犺犻狏犲狊．

犛犮犺狑犻犲犵犲狉，犘犲狋犲狉．２０１２．“犣狌狉犓狅狀狊狋狉狌犽狋犻狅狀狏狅狀犛犻狀狀狌狀犱犅犲犱犲狌狋狌狀犵犻狀犱犲狉狋犻犫犲狋犻狊犮犺犲狀

犓狌犾狋狌狉，“犻狀 犠犪狊犻狊狋犓狌犾狋狌狉狑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犣犲犺狀犃狀狋狑狅狉狋犲狀犪狌狊犱犲狀 犓犾犲犻狀犲狀

犉犮犺犲狉狀，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犛．犆狅狀犲狉犿犪狀狀．犅犻犲犾犲犳犲犾犱：犜狉犪狀狊犮狉犻狆狋犞犲狉犾犪犵：２７３－２９３．

犛犮犺狑犻犲犵犲狉，犘犲狋犲狉．２０１５．犜犺犲犇犪犾犪犻犔犪犿犪犪狀犱狋犺犲犈犿狆犲狉狅狉狅犳犆犺犻狀犪：犃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狅犳犚犲犻狀犮犪狉狀犪狋犻狅狀．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犮狅狋狋，犑犪犿犲狊犆．１９９８．犛犲犲犻狀犵犾犻犽犲犪犛狋犪狋犲：犎狅狑犆犲狉狋犪犻狀犛犮犺犲犿犲狊狋狅犐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

犎狌犿犪狀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犎犪狏犲犉犪犻犾犲犱．犖犲狑犎犪狏犲狀犪狀犱犔狅狀犱狅狀：犢犪犾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犲狀，犜犪狀狊犲狀．２００３．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犪狀犱犜狉犪犱犲：犜犺犲犚犲犪犾犻犵狀犿犲狀狋狅犳犛犻狀狅

犐狀犱犻犪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６００－１４００．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犎犪狑犪犻’犻犘狉犲狊狊．

犛犺犻狀狅犺犪狉犪，犓狅犻犮犺犻．２０１４．犛狆犲犾犾狊，犐犿犪犵犲狊，犪狀犱犕犪狀犱犪犾犪狊：犜狉犪犮犻狀犵狋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
犈狊狅狋犲狉犻犮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犚犻狋狌犪犾狊．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犿犻狋犺，犈犾犾犻狊犌犲狀犲，犪狀犱犓狌狉狋犻狊犚．犛犮犺犪犲犳犳犲狉．２００１．犃犿狅狀犵犜犻犫犲狋犪狀犜犲狓狋狊：犎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

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犎犻犿犪犾犪狔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犠犻狊犱狅犿犘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犛狆犲狀犮犲，犑狅狀犪狋犺犪狀犇．２００２．犜狉犲犪狊狅狀犫狔狋犺犲犅狅狅犽．犘犲狀犵狌犻狀犅狅狅犽狊．

犜犺犻狀犾犲狔，犓犪狉犿犪．１９８０．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犛犻狓狋犲犲狀犓犪狉犿犪狆犪狊狅犳犜犻犫犲狋．犅狅狌犾犱犲狉犪狀犱

犆狅犾狅狉犪犱狅：犘狉犪犼ā犘狉犲狊狊．

犜狅犺，犎狅狅狀犵犜犲犻犽．２００４．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犻狀犕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犘犺．犇．狋犺犲狊犻狊．犎犪狉狏犪狉犱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犜狌犮犮犻，犌犻狌狊犲狆狆犲．２００１．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狅犳狋犺犲犕犪狀犱犪犾犪．犇狅狏犲狉犘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犜狌狋狋犾犲，犌狉犪狔．２０１１．“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犪狋犠狌狋犪犻犛犺犪狀犻狀狋犺犲犙犻狀犵：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犚犲犵犻狊狋犲狉．”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６）：

１６３－２１４．

犝狊狆犲狀狊犽狔，犞犾犪犱犻犿犻狉．１９９７．犘狉犻狀犮犲犢狌狀犾犻 （１６９７－１７３８）：犕犪狀犮犺狌犛狋犪狋犲狊犿犪狀犪狀犱

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狋．犜狅犽狔狅：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犳狅狉狋犺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狊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犲狊狅犳犃狊犻犪

犪狀犱犃犳狉犻犮犪．

犠犪狀犵，犡犻犪狀犵狔狌狀．１９９５．犜犻犫犲狋犪狀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犪狋狋犺犲犆狅狌狉狋狅犳犙犻狀犵：犜犺犲犔犻犳犲犪狀犱犠狅狉犽

狅犳犾犆犪狀犵狊犽狔犪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１７１７－１７８６）．犘犺．犇．犜犺犲狊犻狊．犎犪狉狏犪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犠犪狀犵，犡犻犪狀犵狔狌狀．２０００．“犜犺犲犙犻狀犵犆狅狌狉狋’狊犜犻犫犲狋犆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犔犮犪狀犵狊犽狔犪犚狅犾狆犪’犻狉犱狅狉犼犲

·５８１·

非人间、曼陀罗与我圣朝：１８世纪五台山的多重空间想象和身份表达



犪狀犱狋犺犲犙犻犪狀犾狅狀犵犈犿狆犲狉狅狉．”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６０（１）：１２５－１６３．

犠犲犱犲犿犲狔犲狉，犆．犓．２００１．“犜狉狅狆犲狊，犜狔狆狅犾狅犵犻犲狊，犪狀犱犜狌狉狀犪狉狅狌狀犱狊：犃犅狉犻犲犳犌犲狀犲犪犾狅犵狔狅犳

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犜犪狀狋狉犻犮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狊４０（３）：２２３－２５９．

犠狅狀犵，犇狅狉狅狋犺狔犆．１９９３．“犃犚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狋犠狌狋犪犻犳狉狅犿

犇狌狀犺狌犪狀犵犆犪狏犲６１．”犃狉犮犺犻狏犲狊狅犳犃狊犻犪狀犃狉狋４６：２７－５２．

犠狔犾犻犲，犜狌狉狉犲犾犾犞．１９６５．“犜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狅犳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犜犺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
犜犻犫犲狋狅犾狅犵狔（１）：１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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